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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里山倡議在臺灣的蓬勃發展與實踐，里山地景變遷機制的了解也逐漸受

到重視；然而過往聚焦於地景變遷機制的土地利用與地表覆蓋變遷 (Land-Use 

and Land-Cover Change , LUCC) 方法，應用在里山地景變遷的分析上，卻仍存在

缺乏公眾參與、難以將土地利用變化與其驅動力連結、尺度差異等課題。為了回

應這些研究課題，本研究嘗試應用公眾參與地理資訊系統 (Public Participatio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PPGIS)，提出一新的里山地景分析取徑：藉由在

兩個案地點，分別操作大量應用地理資訊系統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的 LUCC 分析方法，及 PPGIS 兩種取徑，進行里山地景變遷的空間分析；

並針對兩者在各個操作階段的程序、需求、與成果，兩相比較分析，探討應用

PPGIS 於里山地景研究的優點、挑戰、及潛力。 

本研究所聚焦的 PPGIS 方法，採用質性研究法，於個案地點操作的同時也配

合文獻回顧及焦點團體 (參與式工作坊)，統整記錄與分析整個過程與結果。在花

蓮縣富里鄉吉哈拉艾部落和南投縣信義鄉望鄉部落兩個案中，PPGIS 方法引進參

與式研究的取徑，考量社會界線劃定研究範圍，以鑲嵌地景中的個別地景單元為

主體，配合文獻回顧，透過 PPGIS 工作坊收集以地主與土地使用者為主的報導人

意見，描繪與討論地景的變遷及其驅動力。 

從吉哈拉艾和望鄉兩個案中顯示，應用 PPGIS，能夠產製適用於里山地景變

遷分析的圖資，提高空間資訊的準確度 (Accuracy)，建立地景變遷驅動力與個別

地景單元間的連結，在過程中達到促進公眾參與的效果。應用於臺灣里山地景保

育與地景分析，有其利便性。挑戰在於此方法成本較高，且需與地主及土地使用

者等權益關係人緊密互動，且需留意空間資訊的精確度 (Precision)。 

 

關鍵詞：土地利用與地表覆蓋變遷、參與式研究、公眾參與地理資訊系統、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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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motion and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in 

Taiwan in recent years, it has been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Satoyama landscapes change mechanism. Since there were few analysis methods 

that can be used to analyze detailed land use and its driving forces to interpret landscape 

change in Satoyama landsape, which are special in scale and land use types, this paper 

tried to apply Public Participatio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PPGIS) as a 

Satoyama landscape change analysis approach, and took the Ciharaay cultural 

landscapes in Fengnan Village, Hualien County, and Kalibuan in Sinyi Township, 

Nantou County as two case studies, and applied both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method which used to apply in LUCC researches and PPGIS method in Satoyama 

landscape analysis, then compared these two method.  

PPGIS was applied by qualitative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and 

participatory workshops. This method adopted mainly a participatory research 

approach, and put social boundary into consideration to demarcate the cultural 

landscapes as the scope of Satoyama. Then it introduced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land 

use of mosaics, accompany with mapping and literature review, to map and discuss 

landscape change and the driving forces behind. Then this paper took PPGIS method 

comparing with GIS method which used to apply in LUCC researches. 

The results of the two cases showed, with the ability to increase accuracy of special 

information, dealing with geospatial information, and promoting local participation and 

empowering local people, PPGIS could help mapping landscape change cross time and 

analyze delicately its land use and driving forces beyond by working with informants. 

This proved the feasibility to apply PPGIS in landscapes analysis and Satoy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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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rvation in Taiwan. This method was especially suitable to Satoyama landscapes of 

human scale and close interactions with human activities. Its weaknesses might include 

lower precision of special information, time and human resource consuming, and the 

necessity to interact closely with local stakeholders, particularly landowners and users.  

 

Keywords: Land-Use and Land-Cover Change (LUCC), participatory research, Public 

Participatio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PPGIS), Satoy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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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里山地景 (Satoyama landscape) 一詞源於日文中的「里山」，在 19 世紀，本

專指鄰近鄉村的山林地景，尤其是農業林地 (agricultural woodland) (四手井綱

英，2000)；後隨著時間的演進，其定義逐漸擴張，從僅指涉林地而不包含其他土

地利用的里山，到以里山地景來稱呼「鄰近山林的整體農村地景」(Takeuchi, 

2002)。近年來，則以里山倡議中「人類基於傳統文化知識與自然環境互動而形

成，由提供食物、薪材、生活資材等多樣性服務的稻田、旱田、林地、草地、水

池、灌溉系統、與聚落等單元彼此鑲嵌所組成的地景」的定義謂為主流 (IPSI 

Secretariat, 2016)；同時里山地景亦被認為是「社會-生態的生產地景 

(socioecological production landscapes, SEPLs)」的代表 (Takeuchi, 2002; 

Duraiappah et al., 2012)。1 

里山地景具備傳統文化與生產功能，同時兼具生物多樣性保育價值，然而卻

在過去數十年間逐漸消失，受到各界關注 (Anderson et al., 1996; O’ Rourke, 

2005)。經過 20 多年的推動後，在 2010 年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屆締約方大會中，

里山地景保育的議題以提出里山倡議 (Satoyama Initiative) 的形式，正式踏上國

際舞臺 (Takeuchi, 2010; 趙榮台，2011)。其後，臺灣一些位於淺山地區的傳統農

村地景，亦被認屬為里山地景 (李光中，2014；陳美惠、林穎楨，2017；鍾明

光、盧道杰，2018)；這些位於臺灣淺山地區的農村，在過去便是農村再生、地方

創生、生物多樣性等計畫或議題的前線，隨著里山倡議的引入，這些計畫與議題

或援引里山倡議的理念，或與里山倡議相互呼應，旨在維持臺灣淺山地區農村特

有的文化、經濟、生態、以及與此相關的整體里山地景。然依 Black et al. (1998) 

                                                      
1
 於後續的文獻回顧章節中會有較詳細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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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了解地景變遷機制是制定地景保育計畫的基礎，臺灣里山地景的保育，關

鍵亦在於掌握其變遷機制。 

地景變遷，或土地利用變化機制的研究，在最近三十年間，以土地利用與地

表覆蓋變遷 (Land-Use and Land-Cover Change, LUCC) 相關研究為甚。自 1970 年

代中期以來，全球尺度或區域尺度下的環境議題，諸如氣候變遷、碳匯變化等，

被證實與土地利用或地表覆蓋的變化有著高度相關，LUCC 的研究討論，逐漸隨

著對於全球環境變化的關切，形成一獨立的研究領域 (Lambin et al., 1999; Lambin 

& Geist, 2008)。立基於 20 世紀上半葉人文地理學的發展，人類的土地利用是為

一種建構而成的文化地景 (Cultural landscape) (Cosgrove & Jackson, 1987)；而地景

的變動，反映著人類社會的變動，社會、經濟等因素做為影響人類土地利用、進

而造成地景變遷的驅動力，被納入地景變遷機制的討論 (Cosgrove & Daniels, 

1988; Antrop, 2006)。 

經過數十年的發展，LUCC 研究已有相當成果。這些研究大多以地理資訊系

統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為載體，計算不同年份各種土地利用類

別的面積差異與分布差異，呈現研究區域內特定期間地景的時空間變化與趨勢 

(蔡博文，2005)。在了解地景變遷驅動力 (driving forces) 及其作用機制方面，則

多採用文獻回顧的研究取徑，引用或爬梳出一份地景變遷驅動力項目清單；或是

直接以既有可供分析的資料，如研究地區內的社會經濟統計資料等，建立一份清

單，再以各種量化或質化方法，分析清單中各個驅動力的影響程度及其作用機制 

(Lambin et al., 1999; Verburg et al., 2004)。 

然而，由於 LUCC 主要聚焦於全球性或區域性等較大尺度的研究，通常使用

的圖資材料為能夠大範圍呈現地表覆蓋 (land cover) 的航照資料；相較之下，里

山地景的尺度較小，通常以具有獨特自然及人文條件的社區或村里為單位，不但

資料解析度 (resolution) 的要求更高，也需要有對應里山地景中不同棲地類型、

生產力、文化等價值的細緻土地利用類別 (land use) 分類 (Fukamachi et al.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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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doya & Washitani, 2011)。除此之外，過往 LUCC 研究中對於地景變遷驅動力分

析方法，通常由專家學者主導，而較少參與式研究的取徑；且在不同政治、經濟

等外在條件下，不同地區的地景變遷驅動力及其作用機制亦會有所差異 (McNeill, 

1994; Bouma et al., 1998)。採用質性方法探討地景變遷驅動力的個案，則能藉由

研究者與報導人前理解 (pre-understanding) 的交流，共同創建彼此皆能理解的詮

釋，產製基於在地觀點的資料 (Mishler, 1986; Fukamachi1 et al., 2001; Seto & 

Kaufmann, 2003; Ichikawa et al., 2006)。2 

  

                                                      
2 前理解 (pre-understanding) 由海德格 (Heidegger) 所提出，是人既有的理解與詮釋，為人類理

解事物的基本條件。他認為理解是具有歷史性 (historicality) 的，理解必需基於在更早的時間軸上

被建構出來的前理解，而這些新的理解亦會成為未來的前理解，沒有任何人能夠排除於前理解的

影響之外 (畢恆達，1995；Laverty, 2003)。在質性研究中，研究者與報導人的前理解會互動交流

而創建出雙方都能理解的資料，意即並非發現既有的客觀事實，而是建構新的意義 (Mishler,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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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分佈於臺灣淺山的傳統農村地景，被視為是臺灣在地的里山地景；而這些農

村地景的土地利用與地表覆蓋變遷 (LUCC)，一向是鄉村規劃 (rural planning) 領

域中所關注的要點。在地政資料齊全的國家，以日本為例，可以簡單地透過調閱

政府資料，得到不同年份的地籍圖資進行比較分析；以及藉由地主向政府申請地

目變更核准的資料，掌握土地利用變遷的方向以及地主說明之變遷原因。此外，

日本在 1980 年代即引入參與式治理的理念，在地區計畫中需要納入在地權益關

係人的意向 (日本都市計画家協会，2003)；而這種以住民為主體的農村計畫，透

過組成委員會、舉辦工作坊等型式，實踐鄉村規劃中的公眾參與 (藤本信義，

1982；木下勇，2007)。事實上，在傳統的村里社會結構下，原本便具備有相當鄉

村規劃的共同決策機制；因此若提供技術、資金等方面的協助，在地居民被證明

是有能力主導完成鄉村規劃並充分實現 (辻雅男，1983)。 

然而，在臺灣既有的地政資料中，非都市計畫區的最細的分類為「使用地類

別」，而其變動所涉及的「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申請」中，僅能得知土地利用變

動的面積與方向，並無法從中得知詳細的變動原因；3另外，在臺灣的農村地景之

中，並無法直接從地政資料中得知所有的土地利用變化，例如水、旱田和休耕的

田地在討論經濟產值及生態系服務 (ecosystem services)上，雖與持續耕作的田地

有明顯差異，在里山地景中卻具有截然不同的意義，顯然應被明確區分，然其卻

不涉及官方地政資料的變動，仍是同屬於使用地類別中的「農牧用地」，使用官

方的空間相關資料對於理解及詮釋里山地景有所不足。 

況且，過往即便是採用質性方法的地景變遷分析或鄉村規劃，因為以訪談為

主，缺乏如工作坊等集體參與的方法，亦沒有直接連結空間資訊，少能區辨個別

地景單元的變遷驅動力，甚少指涉與在地居民在土地利用上的選擇與決定，對於

                                                      
3
 我國現行的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申請書中，並未將「變更原因」包括在應填具的項目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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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地景規劃中的公眾參與和在地居民的培力 (empowerment) 效果較為有限。 

近年，公眾參與地理資訊系統 (Public Participatio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PPGIS) 在相關媒體與技術的普及下，憑藉其結合空間資訊促進參與的優

勢，在參與式取徑議題的應用，也越臻成熟。例如 Ramirez-Gomez (2016) 利用公

眾式地理資訊系統，繪製原住民部落的社區使用範圍 (community use zone)，提

供做為在地部落與現代國家機器對話及主張權益的平台；莊永忠、廖學誠 (2011) 

結合訪談與 PPGIS 平台，應用於社區規劃；李宇松 (2009) 、陳亦馨 (2016)以

PPGIS 做為社區災害管理之工具；李欣怡 (2014) 使用 PPGIS 評估特定區域生態

系統服務之社會價值 (Social Value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SolVES)。 

隨著 PPGIS 愈趨廣泛地應用在各式議題上，該方法被認定為具有可以促進權

益關係人間的互動關係、增進公眾參與的型態與共識的滿意程度等特點 (林書

楷，2013)，並且可以主動產製基於在地觀點的空間資訊 (Santos et al., 2018)；有

鑑於此，在里山地景變遷分析領域裡，PPGIS 或也能有補足過往研究中關於公眾

參與的缺口，以及「客製化」產出適用於里山地景變遷分析的土地利用資料。 

因此，本文的目的為探討 PPGIS 於里山地景變遷分析的應用，藉由應用

PPGIS 分析個案里山地景的變遷機制及驅動力，並與傳統地景變遷分析方法進行

比較，提出 PPGIS 於里山地景變遷分析中的優缺點與潛力，期望能提升相關里山

計畫、政策、及學理論辯的深廣度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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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提問 

為達到前述之目的，本研究擬定的研究提問如下： 

1. 里山地景的定義與範籌為何？在臺灣有哪些具代表性的個案？ 

2. 在個案的里山地景中，變遷的驅動力與機制為何？ 

3. 在里山地景變遷分析之中， PPGIS 方法與過往 LUCC 採用的 GIS 方法有哪些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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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回顧 

第一節、 里山地景 

一、里山地景的定義  

里山地景屬於一種傳統農業地景 (Traditional farming landscapes)，而傳統農

業地景泛指在一特定區域長久存在且改變不大的農業地景，其通常具備週期式或

混合式的土地利用、高人力投入、少使用機械農藥肥料，富含作物多樣性與棲地

多樣性，被認定具有高保育價值，由於在 20 世紀逐步消逝而逐漸受到關注；此

外，傳統地景還有以生活生計或在地交易為主的生產傾向，運作與維持緊扣文化

傳統或規範等特點 (Berkes et al., 2000; Fischer et al., 2012)。除了日本的里山地景

之外，傳統農業地景還包含中國雲南的哈尼梯田地景、墨西哥的米爾帕 (Milpa) 

農法等 (Fischer et al., 2012)。 

「里山」一詞最早可追溯至 1759 年寺町兵右衛門所著的《木曽山雑話》，其

中對里山的定義為聚落附近的山；到了 1960 年代早期，京都大學的森林生態學者

四手井綱英首次於近代學術領域中使用「里山」一詞，做為提供薪柴等生活資源的

農用林之代稱 (武内和彦等，2002)。Duraiappah et al. (2012) 指出，從 1970 年代至

今的數十年間，「里山」被許多學者、組織使用，但在其定義上，對於里山除了「林

地」之外，是否應涵蓋週邊的「農業土地利用」 (例如農地或灌溉渠道) 及「包括

人類定居在內的複雜地景」莫衷一是；但就趨勢而言，隨著時間的推演，里山的定

義逐漸擴張，從早期限定為「林地」，後續的觀點逐步將「農業土地利用」及「包

括人類定居在內的複雜地景」，亦納入於里山的範疇。至千禧年前後，里山應涵蓋

三者已成為主流見解，並試圖加入「里地」、「里海」等詞彙補充、詮釋里山及與其

相似的地景 (趙榮台，2015)；例如武內和彥等學者提出「里地」指稱傳統的農村景

觀 (武内和彦等，2001)。近年來，日本環境省亦以「里地里山」通稱整體農村景觀 

(徐中芃等，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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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提出的里山倡議之中，則將里山地景 (satoyama landscape) 定調為「人

類基於傳統文化知識與自然環境互動而形成，由提供食物、薪材、生活資材等多樣

性服務的稻田、旱田、林地、草地、水池、灌溉系統、與聚落等單元彼此鑲嵌所組

成的地景」，同時也是所謂的「社會-生態的生產地景」(socioecological production 

landscapes, SEPLs)4( IPSI Secretariat, 2016; IPSI 事務局，2020)。此定義隨著里山倡

議的推廣而被廣泛的採用，而這也是本文所採用的里山地景之定義。由於里山地景

強調由「人與自然間互動形成」，因此通常是以具備獨特自然與社會條件的人文尺

度 (human scales) 為單位 (Fukamachi et al. 2001)，例如村里、部落，至多到鄉鎮

的層級。而里山地景做為一種生產地景 (production landscape)，主要由傳統農業所

形塑 (Takeuchi et al., 2016)；在臺灣，由於國有林地相關的使用自 1990 年代政策

趨嚴後，已少有使用，故較少變動。 

二、日本的里山地景保育 

如同其他的傳統農業地景，由於社會轉型、農業方法與形態改變、農村高齡化

與人口流失，里山地景在日本面臨消逝的危機 (Anderson et al., 1996; Fukamachi et 

al., 2001; O’ Rourke, 2005; Takeuchi, 2010)。田村俊和、山本博及吉岡慎一 (1983) 

指出日本里山地景是在 1960 年代末期開始逐漸消逝，當時配合日本經濟發展政策，

原本傳統農業林地的利用，轉變為大規模的住宅區開發，許多的丘陵被夷為平地作

為大型住宅區的興建用地，例如大阪的千里新城 (Senri New Town) 與仙北新城 

(Senboku New Town)、名古屋的高蔵寺新城 (Kouzouji New Town) 與東京的多摩新

城 (Tama New Town) 等。 

1994 年，日本的環境基本計畫中指出了保護農村地景「里山」的重要性，將

人與自然和諧共存視為最重要的長期目標之一。2002 年，日本發布《國家生物多

                                                      
4 SEPLs，是由在地社區為了適應周邊自然環境，而發展出採用傳統知識或其他具可持續性的土

地利用系統；這種與環境間和諧的互動，產生了由數種土地利用類別組成的複雜鑲嵌體地景，其

能夠兼顧人類福祉與生物多樣性 (IPSI Secretariat,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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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性策略 II》，提出過去傳統的農林業活動里山區域，如次生林、草原等已經被棄

置，許多原本存在於里山區域的物種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哺乳類動物如野豬

和梅花鹿的增加，造成日本鄉村地區的農地和生態系統的危害。千禧年後，里山

地景可以提供豐富的生態系服務受到普遍的重視 (Leemans et al., 2003; Reid et al., 

2005)；2002 年，日本訂定「自然再生推進法」，建立了一套機制，來推廣不同機

關與組織間的合作，與共同參與保育、修復、創造、維持，及管理不同的里山與

里海地景與其生態系統；日本環境省接著在 2004 年發起了「里地里山保育模式

專案」(里地里山保全再生モデル事業)，並與農林水產省與國土交通省合作，力

圖建立一個共識平台，鼓勵相關單位開展全日本的里地里山生態系統保育活動，

並且找出可行的取徑與方法。《國家生物多樣性策略 II》的發布也間接地推動了日

本國立公園法的修正5，將里山地景納入保育範疇，並且尋求與非營利組織與相關

單位的共同合作，來管理與利用國家公園中受到社會經濟變遷而疏於管理的里山

森林與草地。 

除此之外，2007 年日本政府提出「21 世紀環境立國戰略」(Becoming a 

Leading Environmental Nation Strategy in the 21st Century)，宣誓建構低碳社會 

(low-carbon society)、循環型社會 (resource-circulating society)、自然共生社會 

(nature-harmonious society) 等三個面向的理想社會。2010 年，假日本名古屋舉辦

的《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屆締約方大會，於有關生物多樣性永續使用 

(Sustainable use of Biodiversity) 的第 32 號決議 (COP 10 Decision X/32)，通過了

「里山倡議」 (Satoyama Initiative)，提出以「里山」做為自然共生社會的典範，

以重建人與自然的連結 (Takeuchi, 2010; 趙榮台，2011)。 

其後聯合國大學高等研究所 (UNU-IAS) 與日本環境省共同啟動「里山倡議

國際夥伴關係網絡」(The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5 見日本環境省 2002 年 2 月發布之新聞「關於修改自然公園法的一部分的議案」，2020 年 7 月 15

日下載自 https://www.env.go.jp/press/3144.html。 

https://www.env.go.jp/press/31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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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SI)，由 UNU-IAS 擔任推動該倡議的秘書處，召開 IPSI 大會。里山倡議中，將

農村居民與周圍自然環境長期互動，所形成的各式土地利用與地表覆蓋動態鑲嵌 

(馬賽克) 景觀，稱為「社會生態的生產地景」(SEPLs)，希望透過增進農村社區

的調適能力，促進當地農林漁牧等農業生產地景的保全活用，達到在地經濟、社

會和生態永續性的目標 (IPSI Secretariat, 2016；IPSI 事務局，2020；李光中，

2016)。 

里山倡議主張從社會和科學的角度，重新檢討人類和自然的關係，使用「社

會生態的生產地景」(SEPLs) 的概念來描述其目標領域；SEPLs 是指具有連結社

會生態系統和彈性的思維，是人類與自然長期在生物棲地與土地利用交互作用下

形成的互動模式，在維護生物多樣性和為人類提供必要的健康產品和服務方式形

成的動態鑲嵌組合。這樣的地景概念中，自然資源在生態系統的承載力和回復力

的限度下，得以循環使用，當地傳統文化的價值和重要性也獲得認可，有助於在

維持糧食生產、改善民生經濟和保護生態系統等三者之間取得最佳平衡 (張育

銓，2016)。此外，里山倡議亦被納入實現「愛知目標」(Aichi targets) 和「永續

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的努力之中 (IPSI 事務局, 

2020)。 

三、里山倡議於臺灣的實踐 

里山倡議提出後，在臺灣引起許多迴響，包含政府單位、民間組織、與學術

機構所推動的許多社區保育計畫、產業發展規劃、環境治理個案亦援引里山倡議

的理念 (李光中，2014；陳美惠、林穎楨，2017；鍾明光、盧道杰，2018)。例如

政府單位中的農委會林務局，以里山倡議為主軸，於新北市貢寮區田寮洋、雲林

縣口湖鄉成龍濕地等地發展水梯田濕地生態復育 (李光中，2014)；近年更是大力

推動社區林業計畫和國土生態保育綠網計畫，以實現里山倡議之精神 (林務局，

2017)。除了林務局以外，主管國家公園的內政部、執行農村再生計畫的農委會水

土保持局等政府單位，亦致力於推動友善農業、地景保育等。民間組織則有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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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除推廣「綠色保育標章」，建立環境友善農產品之產銷機

制，亦積極加入成為里山倡議國際夥伴關係網絡 (IPSI) 的成員。 

另外，自 2005 年文化資產保存法增訂「文化景觀」後，其子項目中的「農

林漁牧景觀」，亦與里山倡議中的里山地景相符；例如澎湖的石滬文化景觀、花

蓮縣富里鄉的吉哈拉艾文化景觀等，都是在地居民於傳統自然資源經營管理之

下，長期與自然環境互動而形成的地景 (李光中，2014)。 

這些直接推動里山地景的保育，如前述的社區保育計畫、國土生態保育綠網

計畫等，或者推廣里山倡議的精神，如生態農業推廣、參加里山倡議國際夥伴關

係網絡等，都需要釐清其對里山地景的影響，還有後續持續維持里山地景的方

法。而了解地景變遷及其背後之原因與機制，則能提供關鍵的參考 (Black et al.,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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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地景變遷分析 

一、土地利用與地表覆蓋變遷 (Land-Use and Land-Cover Change, LUCC) 

土地利用變遷研究原是地理學的傳統課題，隨著近代全球環境變遷、永續發

展等議題的發酵，以及 1970 年代中期之後導入日益進步的遙測與 GIS 技術，相

關的研究又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之一 (蔡博文，2005；Lambin & Geist, 2008)。

1990 年代，國際地圈生物圈計劃 (International Geosphere-Biosphere Programme, 

IGBP) 和國際全球環境變化人文因素計劃 (International Human Dimensions 

Programme on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IHDP) 提出的一項名為 LUCC 的核心

計畫，旨在研究人類和生物物理因子如何影響土地利用及土地覆蓋的變化，以及

這些改變對於環境與社會的影響 (Lambin, 1999; Geist, 2009)。 

在 LUCC 中，地表覆蓋 (land-cover) 係由地球表面或淺層地下的生態系、地

形、土壤、及人造物等屬性的狀態所界定，而其雖然有著城市、森林等明確的分

類，但亦有可能是正處於都市化、去森林化 (deforestation) 等變換過程中、無法

明確界定分類的狀態；通常藉由遙測資料或農業調查等大尺度資料，便能得知其

範圍與變化。土地利用 (land-use) 則特指較小空間尺度下，受人類開發利用的土

地覆蓋，有著明確且細緻的定義和分類，諸如農田、公園、住宅等；通常除了遙

測資料外，還需要如現地勘查等在地資料的補足，才能清楚地掌握其範圍與變化 

(Lambin & Geist, 2008)。值得一提的是，土地利用 (land-use) 的改變是在地景 

(landscape) 的尺度下，其變化通常較為急劇、不具集中的方向性，因此十分複雜

且難以預測；而隨著土地利用變化彼此疊加或扺消的過程，地景的改變便會隨之

發生 (Lambin et al., 2003)。土地利用和地表覆蓋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結，人類受到

社會及生態系統的影響，會直接於土地利用系統中展現對應的變化，而小尺度土

地利用的變化則會進一步累積為地表覆蓋的變化—意即地表覆蓋亦會受到人類間

接的影響；同時，土地覆蓋的狀態亦會直接影響其中的土地利用方式 (例如坡度

影響開闢農田與否) (圖 二-1)。除此之外, 社會系統、生態系統和土地利用/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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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蓋之間也存在著直/間接的互動關係。 

 

圖 二-1 LUCC 概念圖 (Lambin & Geist, 2008: 6) 

 

在過去 30 年間，由於 LUCC 對全球環境變化和可持續發展具重要影響，相

關研究逐漸受到重視，並已然佔有重要的地位 (李秀彬，1996)。因為人類通過對

與土地有關的利用活動造成土地利用和地表覆蓋變遷，其影響包含水循環、環境

品質、生物多樣性、土地生產力及韌性等，且由在地擴及至全球。IGBP 和 IHDP

針對 LUCC 提出了三個研究重點 (表 二-1)：1) 土地利用的變化機制 (land-use 

dynamics)，通過個案研究，分析影響土地使用者或管理者改變土地利用和管理方

式的自然與社會經濟驅動力，建立區域性的 LUCC 模型；2) 地表覆蓋的變化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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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land-cover changes)，主要通過遙測影像分析，瞭解過去土地覆蓋的空間變化

過程，並將其與驅動力聯結，建立解釋地表覆蓋時空變化和推斷未來地表覆蓋變

化的模型；3) 建立區域和全球模式 (regional and global models)，以宏觀尺度的

LUCC 動態模式，其中包含與土地利用有關的各個部門，根據驅動力的變化來推

斷地表覆蓋未來的變化趨勢，為制定相應對策和全球環境變化研究服務。在這三

個研究重點中，土地利用的變化機制是解釋地表覆蓋的變化機制和建立 LUCC 模

型的關鍵，因而在研究中至關重要；同時，由於近代地表覆蓋的變化大都是人類

通過土地利用活動造成的，因此分析社會經濟因素對土地利用的作用亦備受關注 

(Lambin et al., 1999；李秀彬，1996；蔡博文，2005)，有鑑於此，LUCC 的研究

需要仰賴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間跨學群與跨學科的整合 (圖 二-2)(Geist, 2009)。 

 

表 二-1 LUCC 的三個研究焦點 (Lambin et al., 1999: 3) 

研究焦點 1： 

土地利用動態 

比較分析 

研究焦點 2： 

地表覆蓋變化 

直接觀察與診斷模型 

研究焦點 3： 

區域/全球模型 

綜合評估 

1. 了解土地利用決策 

2. 從過程到模式：連結

在地土地利用決策與

區域/全球過程 

3. 永續性與脆弱性情境 

1. 地表覆蓋變化熱點與

關鍵地區 

2. 連結人群與圖資 

3. 從地表覆蓋的模式到

過程 

1. 過去與現在區域性

LUCC 模型的比較 

2. 區域性 LUCC 模型的

方法學議題 

3. LUCC 與相關系統的

動態變化 

4. 情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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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2 LUCC 中的跨學科整合 (Geist, 2009: 4) 

  

二、土地利用與地表覆蓋變遷 (LUCC) 相關研究 

Liu ＆ Deng (2009) 回顧過往 LUCC 相關的研究，大致分為四種主題類型與

做法：1) 分析 LUCC 的時空變化，以不同時期的圖資進行空間分析，以得到研

究區域在特定期間內土地利用類別與面積大小變化等 LUCC 趨勢，例如 Ichikawa 

et al. (2006) 研究日本東京地區 1880 年至 2001 年間的里山地景變遷趨勢 (圖 

二-3、圖 二-4)，呈現出研究區域在 2001 年前的 120 年間，林地與農地等土地利

用隨著都市擴張而發生分佈與面積的變化，尤其是自 1960 年後，都市的擴張更

顯急劇，而林地與農地亦相應地減少，其中又以農地的縮減為甚；2) 探討 LUCC

的驅動機制 (driving mechanism)，包含找出造成地景變遷的重要驅動力 (driving 

forces)，以及解釋各種驅動力與地景變遷之間的作用機制，例如 McNeill et 

al.(1994) 便提出政治、經濟、人口統計、環境等造成地景變遷驅動力 (表 

二-2)；3) LUCC 的詮釋與預測，是參考研究區域過去的地景變遷趨勢，或是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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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變遷驅動力之作用機制，利用模型 (modeling) 等方法，進一步預測研究區域

未來的地景變遷；4) LUCC 對於生態的影響，LUCC 可能會造成地形、水文、生

產力、生物多樣性等多方面的變化，因此評估 LUCC 對於生態的影響具有在治理

上重要的參考性。 

 

圖 二-3 地景變遷空間分析示意圖 (Ichikawa et al., 2006: 404) 

LUCC 研究常以不同時期的土地利用圖，呈現地景空間分佈的變遷趨勢。 

 

 

圖 二-4 地景變遷趨勢分析示意圖 (Ichikawa et al., 2006: 405) 

LUCC 研究常以區域圖呈現地景面積的變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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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2 地景變遷驅動力 (McNeill et al., 1994: 60) 

屬性 變數 指標 

1. 政治   

決策過程 公眾參與程度 聯邦體制或單一制 

特殊利益集團數量 

政府負載力 公部門壓力與影響力 公部門支出/GDP 

公有地/總土地面積 

2. 經濟   

面臨外部政治/經濟壓

力的脆弱性 

開放式或封閉式經濟 出口總額/GDP 

貿易對象集中度 

第一級產業依賴程度 第一級產業出口/總出口 

匯率管理類型 農業經濟活動人口(PEA)/

總經濟活動人口(PEA) 

實際匯率 

外債償債率 

市場分配機制 官方控制、市場機制 農業補貼 

公部門支出/GDP 

技術強度 高-低 GDP 的能源密集度 

財富分配程度 誘發性消費 第一級產業/GDP 

人均能源消耗 

農業 PEA/總 PEA 

絕對貧窮人口比例 

3. 人口   

對於土地的人口壓力 高-低 農田/可耕地 

人口密度變化 

農業 PEA/總 PEA 

4. 環境   

自然資源品質 缺乏與否 存量、產量、流通量 

 

 

在分析 LUCC 時空變化的研究中，常使用地理資訊系統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計算不同年份的土地利用面積差異與分布差異，並據以

呈現研究區域的地景變遷趨勢。也可再依據目的不同，對於變遷趨勢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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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研究改變土地利用的驅動力之主題，通常採用文獻回顧、進行先驅研究等

方法，提出一份項目清單，再以各種量化或質化方法，分析其影響程度，最後綜

整說明其作用機制。 

LUCC 驅動力的研究，除了區辨變遷驅動力 (Bouma et al., 1998; Morimoto et 

al., 2005; Xie et al., 2005; Ichikawa et al., 2006; Parcerisas et al., 2012)，取引如社經

代謝作用 (socio-economic metabolism)、社會生態系統 (Socio -ecological system) 

等社會經濟理論討論 (Krausmann et al., 2003; Takeuchi et al., 2016)，亦有爬梳政

府等社經統計資料者 (Long et al., 2007; Serra et al., 2008)。然而，前述這些變遷驅

動力的研究，卻皆是從研究者或是「他者」的角度切入，為了納入在地的元素，

遂有加入訪談或參與觀察等質化方法，增加權益關係人 (stakeholders) 的觀點 

(Fukamachi1 et al., 2001; Seto & Kaufmann, 2003; Ichikawa et al., 2006)。 

LUCC 的詮釋與預測，仰賴先前對於 LUCC 驅動力及機制的研究，依據研究

成果建立模型來詮釋或預測。例如 CLUE 模型立基於系統理論 (system theory) 之

上；而在模型的建構方法，則可能採用個體為本模型 (Agent-Based Models, ABM) 

或細胞自動機模型 (Cellular Automata, CA) 等 (Liu & Deng, 2009)。LUCC 的詮釋

與預測對於理解和決策提供十分有用的參考，但由於針對 LUCC 進行預測有其困

難度，且缺乏即時驗證預測的方法，因此情境模擬分析遂成為另一重點 (蔡博

文，2005)。 

在 LUCC 研究之中，尚有數個課題有待發展。首先，LUCC 的目的之一便是

為環境治理提供參考 (Lambin et al., 1999)。然而，相較於自然資源管理、都市規

劃等領域逐步納入公眾參與，同樣和環境治理、空間規劃相關的 LUCC 研究之中

卻缺乏公眾參與的色彩，在資訊的產出上，依然由專家或官方所主導；即便是前

述包含質化方法的研究，由於仍限於以訪談及參與觀察為主，這些權益關係人僅

扮演著「資訊提供者」的角色，而沒有進一步參與其空間資訊所涉及之詮釋與空

間治理決策過程。再者，LUCC 研究大多依賴遙測資料與 GIS，然若缺乏田野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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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現地勘查等步驟，則在研究中便容易出現空間分析上的誤差 (Liu & Deng, 

2009)；同時，LUCC 研究的空間尺度，亦常受限於測量方法與資料品質 (解析

度)，而無法針對研究主題所需 (Lambin & Geist, 2008)，最小通常僅至縣市層級

的規模。此外，在土地利用變遷的過程中，不同屬性的土地使用者在相同客觀條

件的驅動力 (如人口成長) 下可能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決策，進而造成不同的土地

利用變遷方向；因此若要充分了解地景變遷機制，將驅動力與土地利用變化連結

起來，針對人類行為、決策過程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Lambin, 1999)。尤其在里

山地景的範疇中，通常有著被歸納為共享性資源 (Common-Pool Resource, CPR) 

的自然資源，諸如水源、林地等，而這些共享性資源相關的土地利用決策，會經

過自我組織 (self-organization) 的過程而形成團體治理的機制 (Ostrom, 2002)；若

欲充分掌握其變遷與決策機制，便會涉及許多權益關係人，格外複雜。最後，里

山地景具有相當特殊性，其中的地景單元應細緻至土地利用 (land use) 層級，若

僅使用地表覆蓋 (land cover) 層級來分析，則可能會低估里山地景中的複雜性與

多樣性 (Kadoya & Washitani, 2011)；然而受限於資料的覆蓋率，在 LUCC 研究

中，多採用以地表覆蓋為主的航照圖資 (Lambin & Geist, 2008; Kadoya & 

Washitani, 2011)。 

近年來隨著電腦科技進步而逐漸發展成熟的公眾參與地理資訊系統 

(PPGIS)，是一個被廣泛應用在自然資源管理等空間規劃相關領域之中的方法，詳

見後節。其由於兼具空間分析和實現公眾參與的功能，且能提供一般方法難以取

得的在地知識並主動產製空間資訊，透過質化方法深入了解個別/群體土地使用者

的決策過程，或可彌補 LUCC 研究在公眾參與、現地勘查與資料解析度、驅動力

與土地利用變化連結、理解共享性資源變遷等方面的缺口，具備應用於 LUCC 研

究中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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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公眾參與地理資訊系統 

參與式地理資訊系統 (Participatory GIS) 與公眾參與地理資訊系統 (PPGIS)

是兩個很常被相提並論的名詞。嚴格來說，PPGIS 與 PGIS 雖然高度相關卻並非

同義詞，Brown and Kyttä (2014) 回顧在文字上分別採用 PGIS 及 PPGIS 的研究，

將 PPGIS 與 PGIS 間的差異整理為一表格 (表 二-3)；然而，這些表列的特點都是

普遍性而常具有例外的，例如 PPGIS 也可能以集體方式蒐集資料、有些 PGIS 研

究以數位方式做圖；此外，這些差異都集中於發展的脈絡與使用的語境等方面，

兩者在方法學的取徑上卻是完全相同的。也因此，雖然 PPGIS 與 PGIS 略有差

異，但兩者從 1990 年代至今發展了 20 多年，仍並沒有明確的界線，在學術與實

務方面，是可以採取較廣泛的定義，而在相當程度上互相通用 (Tulloch, 2008; 

Brown & Kyttä, 2014)。本研究以工作坊形式進行空間位置指認與做圖，資料蒐集

方式包含個人與集體，過程雖有集體討論與辯論的過程，但少直接涉及決策，所

以兼有 PPGIS 與 PGIS 的特點，難以簡單歸類於其中之一；在文獻回顧的段落

中，本文嘗試從廣義的角度回顧 PGIS 與 PPGIS 發展脈絡與應用取向，而在本文

其他部分，則以較廣泛使用的 PPGIS 指稱 PGIS/PPGIS 的相關概念。 

 

表 二-3 PPGIS 與 PGIS 比較表 (Brown & Kyttä, 2014: 125) 

 PPGIS PGIS 

過程重點 促進土地利用計畫與管理中的

公眾參與 

社區培力、培養社會認同 

(social identity)、建立社會資本 

贊助者 政府機構 NGO 

全球語境 已開發國家 開發中國家 

位置語境 都市與區域性 鄉村 

空間資訊品質 最重要的 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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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 

取樣方法 隨機取樣 具目的性地取樣 

資料蒐集 個人 集體 (例如：工作坊) 

資料所有權 贊助者 產製資料的人群或社區 

主要做圖技術 數位 非數位 

 

一、從 GIS 到 PPGIS 

公眾參與地理資訊系統 (Public participatio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PPGIS) 是發展自對於傳統地理資訊系統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的

檢討 (Sieber, 2006)。PPGIS 一詞首次於 1990 年代中期被提出，承續自 1990 年代

早期 GIS 科學社群對於 GIS 與社會 (GIS and Society) 的關注，美國緬因大學 

(University of Maine) 的 Xavier Lopez 等人，籌劃一旨在促進公共政策中長期「被

代表」的 NGO 或個人，接近使用 (access) GIS 的工作坊；而 Lopez 在籌備過程

中，提出以 public participation 作為工作坊的標題，自此 PPGIS 一詞便被用來泛

稱那些促進權益關係人接近使用 GIS 等空間決策工具的取徑 (Obermeyer, 1998)。 

在自然資源管理、都市規劃等領域，空間資訊一直是十分重要的依據。從

1960 年代開始，能夠將傳統紙圖數值化，利用電腦將空間及屬性資料整合於一平

台儲存、展現、與分析的 GIS 技術逐步發展；因其空間分析的功能，而常被用為

規劃與決策的工具 (鍾明光，2010)。臺灣自 1970 年代後半便開始引入 GIS 技

術，應用於自然資源、農業等領域；其後隨著技術的發展，GIS 逐漸成為公部門

掌握最新精確資料的工具，到了 1990 年代，GIS 更是已然成為臺灣公部門在施政

及決策上的重要依據 (施保旭，2000)。然而，由於其操作難度高、所需先備知識

複雜，伴隨著其發展，GIS 亦被部分研究者們批評為菁英科技 (elitist technology) 

或專家地理資訊系統 (expert GIS) (Pickles, 1999)。 

與此同時，自 1960 年代晚期，科學家們對於公眾參與的方法論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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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ion methodology) 漸感興趣 (Sarjakoski, 1998)。Burke (1979) 引述

Arnstein (1969) 所言，指出公眾可以在規劃 (planning) 中扮演 5 種角色，分別為

回顧與評論 (review and comment)、諮詢 (consultation)、建議 (advisory)、共享決

策 (share decision-making)、與控制決策 (control decision-making)；同時，規劃應

是「不言自明地參與式的」(axiomatically participatory)。在這股潮流下，許多具

有不同特色的方法與機制，亦伴隨著公眾參與需求而逐步發展，諸如公聽會 

(public hearing)、工作坊 (workshops)、特別工作組 (special task forces) 等 (表 

二-4) (Swell & Coppock, 1977; Sarjakoski, 1998; Ball, 2002)。 

 

表 二-4 公眾參與機制 (Ball, 2002: 115) 

公眾參與機制 

描述面向 

聚焦於範

疇 

聚焦於特

異性 

雙向溝通

程度 

公眾活動

需求 

協助人員

時間需求 

非正式在地接觸 ˙ ● ● ● ● 

大眾媒體 ● ˙ ˙ ˙ ˙ 

出版品 ● ● ˙ ˙ ● 

問卷調查 ● ● ˙ ● ● 

工作坊 ˙ ● ● ● ● 

諮詢委員會 ˙ ● ● ● ● 

公開聽證會 ● ˙ ˙ ● ● 

公開會議 ● ˙ ● ● ● 

公開徵詢 ● ˙ ˙ ● ● 

特別工作組 ˙ ● ● ● ● 

遊戲模擬 ˙ ● ● ● ● 

Ball (2002) 整理自 Vindasius (1974) 與 Sewell and Coppock (1977) 

*黑色圓點由大至小，表示程度由高至低 

 

然而，這些方法或機制，仍然不足以讓公眾得以「順利地」參與其中—公眾

得到了參與的機會，但參與的品質卻受限於公眾的知識技術等原因，而不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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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公眾還需要一個特別為他們這些「外行人」設計的機制，協助他們聚焦，並

將感受與知識轉化為可操作的想法 (workable idea)(McDowell, 1987)。於是，藉由

視覺化 (visualisation)，得以促進人們理解並進行討論的多媒體，便隨後被納入與

公眾參與相關的討論 (Sarjakoski, 1998; Ball, 2002)。 

兼具視覺化與運算功能，卻被批評「過於專家導向」的 GIS，遇上了需要更

強大功能的工具，以促進參與品質的公眾參與浪潮，在 1990 年代遂催生出公眾

參與地理資訊系統 (Public participatio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PPGIS) 的

火苗。1990 年代，美國國家地理資訊與分析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nd Analysis, NCGIA) 與美國大學地理資訊科學研究會 (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s, UCGIS)，開始關注「地理資訊系

統與社會」(The GIS and Society, GISoc) 的議題；隨後，承襲 GISoc 批判性的地

理資訊系統 (Critical GIS) 的觀點，PPGIS 的概念在 1996 年 NCGIA 的會議中被

提出來，期望能讓公眾透過 GIS 的技術，而擴大參與政府的決策過程，並藉由

GIS 賦權社會上的弱勢團體 (鍾明光，2010)。PPGIS 以 GIS 為公眾參與的平台，

藉由展示資料，讓非專業的民眾也可以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達到溝通、協調等

目的 (林俊強等，2005)。 

相較於傳統 GIS 以技術為核心、較集中式、由上而下取徑、由專家主導且高

度技術取向的特性，PPGIS 憑藉較低的技術門檻，採較去集中性、由下而上的做

法，以促進公眾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與決策。此外，PPGIS 以人群的參與為核

心，被認為是社會行為與技術在一組地理空間上之集成 (何宗宜、劉政榮，

2006)。 

鐘明光 (2010) 回顧 PPGIS 相關文獻，發現 PPGIS 和參與式地理資訊系統 

(Participatory GIS)、社區整合型地理資訊系統 (Community-integrated GIS)、第二

代地理資訊系統 (GIS-2) 等工具或研究取徑，在觀念上相似；而將 PPGIS 的定義

與實質內涵依照發展歷史、理論與方法、技術面向、實踐面向、與議題趨勢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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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面向，整理為一概念圖 (圖 二-5)。在發展背景上，PPGIS 的本體論立基於地

理資訊科學中對於 GISoc 與 Critical GIS 的討論；試圖在地理資訊科學中納入公

眾參與、賦權等概念，並透過權益關係人的參與與彼此間溝通，使得決策亦成為

一互相學習的過程。在技術層面上，PPGIS 本身有著 GIS 空間資訊整合的功能

性，同時透過可視化介面、結合網路等技術，進一步降低其門檻並提高利便性；

在系統設計方面，則追求隸屬性 (dependence)、資訊傳遞的有效性、親和性 

(user-friendly)、使用彈性 (flexibility)、互動性 (interaction)、即時資料記錄及回饋

能力等原則。於實踐面向，PPGIS 被應用於社區發展、部落地圖繪製、空間規劃

等多個領域，並在這些研究中，呈現出對於成效評量、倫理議題、及技術進步如

何促進擴大參與等議題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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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5 PPGIS 概念架構圖 (鐘明光，2010: 13) 

  

二、PPGIS 的特點與應用 

依據 Sieber (2003) 整理 Kyem (2000) 所提出的主張，比較 PPGIS 與傳統 GIS

的差異 (表 二-5)：PPGIS 的目標在於社區培力，而培力的面向則可包含物質、

服務或是政治參與機會分配的改變，及社區在社會與政策決策過程中合法性與權

威的增進，還有技術與知識的能力建構 (Elwood, 2002)。PPGIS 能促進權益關係

人發聲，讓社會中相對弱勢群體參與，也可做為與政府機關對話的平台 (林俊強

等，2005；Siebe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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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5 PPGIS 與傳統 GIS 比較表 (Sieber, 2003: 52) 

GIS 層面 PPGIS 

技術 聚焦 人群與技術 

協助政策制定 目標 社區培力 

由供給 (技術) 推動 演進 由需求推動 

較僵硬死板 結構 較靈活開放 

因為可行 為何採用 因為需要 

由技術人員掌握 細節 由使用者/焦點團體掌握 

由專家主導 實際應用 由促進者/團體領導主導 

綜合/多目標的應用 功能 具特殊性/計畫等級的活動 

由上而下 取徑 由下而上 

較高昂 花費 較低廉 

 

在很多環境規劃的議題上，常民的經驗知識常難以獲得，然而這些常民知識

卻多是決策程序中的重要參考，可以提高規劃的合法性，也能更準確地定義「受

影響區域」，提高規劃的效率與成果的品質 (Santos et al., 2018)。在這方面，

PPGIS 是一種具高潛力的工作取徑，其能將社會性的空間資訊，納入經營管理的

方法。從本質上講，PPGIS 將公眾的知識、經驗、價值觀及偏好轉化為空間資

訊，以支持協作空間決策 (Rall et al., 2019)。 

在實務應用上，PPGIS 可以有效收集在地的空間知識  Dunn, 2007)，其所提

供的視覺化資訊，有助於提升參與者的想像力，並激發不同的意見 (Sarjakoski, 

1998；莊永忠、廖學誠，2011)。相對於口頭討論等傳統參與方式，PPGIS 的參與

模式亦可增加討論深度與廣度 (莊永忠、廖學誠，2011)。最後，在學術研究之

外，PPGIS 伴隨的培力，也能促進在地民眾的社區意識凝聚，及增進其改變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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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境跟參與政策決策過程的能力 (Dunn, 2007; Sieber, 2003; Sieber, 2006)。 

由於這些特點，PPGIS 被應用在許多領域。PPGIS 可以協助調查權益關係人

的環境價值，如：生態保育、美學、休閒垂釣、原住民文化與襲產及自然旅遊，

以協助釐清經營管理可能的衝突，並協助保育行動的規劃及開發風險的管控。另

外，以空間的模式記錄社會數據，有助於資料進入以 GIS 為基礎的決策支持系

統中，並與現有的生物、環境等資料進行比對 (Strickland-Munro et al., 2016)。近

年來在保護區的規劃、評估及經營管理上，PPGIS 也被用來收集與掌握相關的複

雜動態與空間維度，以協助評估保護區內的社會生態系統 (Alessa et al., 2008)，

與生態系統服務中的社會價值 (Brown & Brabyn, 2012; Brown & Fagerholm, 

2015)。 

PPGIS 在臺灣亦已有許多相關應用，諸如李宇松 (2009) 、陳亦馨 (2016)以

PPGIS 做為社區災害管理之工具，整合災害相關資訊並促進民眾對於災害應對之

空間知識。李欣怡 (2014) 使用 PPGIS 評估特定區域生態系統服務之社會價值 

(Social Value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SolVES)，以社會生態系統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的角度，將生態系統服務與社會價值做聯結，為國內首次以量化方法模

擬社會價值之空間分佈。彭安琪 (2011) 以 PPGIS 做為鳥類調查資料的儲存分析

工具，同時藉由 PPGIS 提供權益關係人間討論、決策的平台，促進社區參與保護

區的經營管理。 

在 PPGIS 的應用中，大致可分為 2 種公眾參與的形式：一是以工作坊式

PPGIS，透過多媒體將 GIS 中的空間資訊以視覺化的方式呈現，供權益關係人在

工作坊現場中陳述觀點並進行討論；二則是網路式 PPGIS，讓權益關係人透過網

路參與，藉由網路的功能使得 PPGIS 得以跨越時間、空間上的限制，而能相較於

工作坊式 PPGIS，進一步擴大參與的尺度與面向 (鐘明光，2010)。 

至於評價 PPGIS 的成效則多聚焦在兩個部分：一是資料品質，二是培力成效 

(Elwood, 2002; Brown, 2012)。資料品質牽涉資料產出的準確度與完整性，通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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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專業的 GIS 軟體，進行系統性的檢核比對 (Brown et al., 2015)；培力成效則

可以從培力的內容、對象、以及如何培力等面向進行討論 (Tsai et a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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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區域與方法 

第一節、 研究區域 

臺灣里山地景的界定，至今並沒有被廣泛接受的量化指標，包含 IPSI 的官方

文件中，亦僅有敘述性的定義。有鑑於此，本研究以過往臺灣的研究中，被認定

為里山地景的個案，或是參與援引里山倡議之計畫的地區，做為研究區域的候

選；並考量操作 PPGIS 方法需要與在地社區建立相當程度的互信，篩選出社區組

織較為健全、對外關係較開放的社區；最後，以具有較豐富社會經濟等研究資料

可供參考的個案為優先。 

本研究最終挑選花蓮縣富里鄉的吉哈拉艾部落與南投縣信義鄉望鄉部落為個

案。吉哈拉艾部落具有獨特的水稻梯田景觀，被認為是典型的里山地景，長期於

該處進行相關研究的東華大學團隊，不但在國內以該處為個案發表多篇研究報告

與論文 (李光中，2012；2013；2014；2016)，亦曾在 2016 年登上聯合國大學與

日本地球環境戰略研究機關 (The Institut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IGES) 共同發行的《里山倡議專題回顧》(Satoyama Initiative Thematic Review) 

(UNU-IAS & IGES, 2016)。吉哈拉艾不但是國內外所公認的里山地景，亦在過往

研究中產出大量的參考資料，故被選為本研究的個案之一。 

望鄉部落由於發達的旅遊產業與農業，以及成功的社造經驗，是臺灣淺山農

業、原住民發展的明星社區之一，在過去亦吸引了許多研究者以望鄉為個案，累

積了豐富的相關研究資料 (林澤富，1998；呂欣蕙，2007；李孟倫，2013；吳昀

蓉，2015；林靖修，2017；張乃文，2018)。相較之下，望鄉部落並不若吉哈拉艾

被廣泛認定為里山地景，雖然其位於淺山的地理位置、鑲嵌式的地景特徵皆與里

山地景相符，但自然資源的治理方式並非以基於傳統知識、環境友善的方法為

主，與里山地景的概念有所落差。然而，正是望鄉這般具有里山地景外在條件而

較缺乏其內涵的地區，具備朝向里山地景發展的潛力—如同里山倡議所提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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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回人與自然間的連結」，望鄉做為一具備相當潛力的地區，也應被納入里山

地景相關討論的範籌，故本研究選擇以望鄉部落做為另一個案。 

一、 花蓮縣富里鄉吉哈拉艾部落 

吉哈拉艾部落位於花蓮縣富里鄉豐南村，該村位於花蓮縣最南端，東南西三

側分別與臺東縣的成功鎮、東河鎮、池上鎮接壤。吉哈拉艾部落屬豐南村的 18、

19 鄰，位於海拔 300-500 公尺的山區谷地。其保有獨特的梯田及水圳文化景觀，

由於具備表現人類與自然互動的正面意義，及生態保育等多方面價值，而在 2012

年，由花蓮縣政府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公告為「花蓮縣富里鄉豐南村吉哈拉艾文化

景觀」。登錄範圍為富里鄉豐南村鱉溪流域中最北邊之支流石厝溝溪流域，此流

域是由海岸山脈的白守蓮山至麻荖漏山，以及白守蓮山與麻荖漏山西側支稜所包

覆，形成面積約 1,040 公頃之集水區。座落石厝溝溪中、下游的梯田、水圳及聚

落，屬文化景觀核心區，約有 15 公頃的梯田，六條總長約 4,100 公尺的水圳 

(花蓮縣文化局，2016 )。豐南村以阿美族與客家人為主，其阿美族從來源區辨，

又分縱谷阿美與海岸阿美。吉哈拉艾部落形成較晚，是 1910 年代自臺東縣成功

鎮都歷 (Torik) 社的阿美族，陸續遷入及定居開墾所形成 (李光中，2013)。本研

究田野資料顯示，現今部落常住人口約 43 人，適逢年節加上返鄉人口則有超過

百人，近年雖有少數漢人遷入，人口組成仍然以阿美族為主 。 

吉哈拉艾部落的農業早期以傳統雜作為主，在 1910 年代即開始修築水圳；

其後在日本理蕃政策的推動下逐漸轉植稻作，到了 1940 年代已以稻作為主要農

作；1950 年代隨著人口與水田面積的成長，路續開闢數條水圳；1960 年代香茅

產業發達，吉哈拉艾許多旱田與坡地種植香茅；1970 年代隨著香茅產業的沒落，

青壯年離開部落，投入當時盛行的遠洋漁業；1990 年代，部分投入遠洋漁業的族

人返鄉務農，同時期稻米的有機品牌「銀川米」進入部落，促使不少農民改變過

往使用的慣行農法 (李光中，2013)。 

吉哈拉艾今日的經濟活動仍以農業生產為主，其中又以種植水稻為大宗，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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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梨子等果樹為輔。在空間分布上，大致可將部落分為三個區塊，分布由內而

外分別為：位部落核心區、海拔較低且地勢較平緩的水稻梯田區，海拔較高且地

勢較陡的果園區，跟海拔最高且地勢最陡，是部落居民平時狩獵採集的森林區 

(見圖 三-1)。 

 

圖 三-1 吉哈拉艾部落土地利用分區 

 

吉哈拉艾部落在正式登錄為文化景觀的過程中，累積了相當數量的研究報

告，諸如李光中 (2012; 2013; 2016)、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2017)，提供了

包含農地分布、所有權、開墾歷史等資訊。也有使用 PPGIS 工作坊，了解吉哈拉

艾部落的梯田開墾順序、地景單元分佈 (李光中，2012；2013)；以及邀請部落居

民參與歷史航空照片之判視，描繪當地自 1980 年代以來的地景變遷歷程 (李光

中，2013)。除此之外，針對缺乏航照圖資的早期年份，亦藉由 PPGIS 工作坊，

由耆老陳述吉哈拉艾自 1940 年代以來的地景變遷歷史 (李光中，2013)。然這些

研究報告，皆較著重於以吉哈拉艾一整體，敘述大方向上的地景變遷歷程，粗略

提及土地利用的面積變動、變動方向、及驅動力等；未有詳細爬梳與分析各種土

地利用類別的空間資訊分布，與面積變動、變動方向的數值大小、及跟驅動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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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等，並以圖像方式呈現；此外，在這些研究報告中，並非聚焦於過往的土利

用變遷機制，因此部分文中提及有蒐集的資訊，並沒有呈現於報告之中，例如

1940 年代以來各個年份的土地利用圖等。這些部分也正是本文希望可以透過應用

PPGIS 進一步深入探討的課題。 

二、 南投縣信義鄉望鄉部落 

望鄉部落位於南投縣信義鄉西部的望美村，西邊以阿里山山脈與嘉義縣阿里

山鄉毗鄰，東北方與北方與羅娜村相接，南邊與神木村、同富村、東埔村相鄰。

望鄉部落在行政區域上隸屬於望美村 1 至 3 鄰，位於陳有蘭溪支流和社溪和阿里

不動溪之間的河階台地，北邊隔著阿里不動溪與久美部落對望 (吳昀蓉，2015)。 

望鄉部落海拔約為 850 至 1,000 公尺，年均溫約為 20 度，夏季氣溫約為 25

度，冬季氣溫 15 度，雨季為五月到八月，年降雨量 1,800-3,200 mm。人口約 800

人，共約 140 戶，其中 99%皆為布農族巒社群人 (呂欣蕙，2007)，其在日治的

1938 年至 1940 年間，實施巒社群大規模集團移住政策時，被迫由先前居住的高

海拔山區遷移至現址建立聚落 (林澤富，1998)。 

布農族社會由父系氏族組織組成，最小的單位是家族，由數個家族組成小氏

族，接下來是中氏族、大氏族 (李孟倫，2013；吳昀蓉，2015)。望鄉部落由六個

小氏族組成，其中三個小氏族 (Soqloman、Mangqoqo、Takihunang) 同屬於漢姓

為全氏的大氏族，另三個小氏族則分別屬於田氏 (Tanapima)、金氏 

(Nangavulan)、及松氏 (Isqaqavut) 的大氏族。在宗教信仰的部分，基督教長老教

會於 1950 年開始於部落傳福音，1953 年望鄉教會成立，現有 95%的部落族人信

仰基督教。另有少部分信仰天主教 (吳昀蓉，2015；林靖修，2017)。教會與勞動

模式的改變淡化了傳統部落氏族的決策模式，但以家族為界線的人群關係，在部

落土地傳承、民宿經營甚至地方選舉，仍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在 921 震災後，災

後重建所湧入的資源與關注，帶動了信義鄉社區營造的風潮，望鄉部落也在這段

時期，成立了台灣原住民部落永續發展協會、望鄉部落文化藝術團等社區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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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社區組織蓬勃發展，之後更在這些基礎上成立，整合發展在地農業及觀光業

的望美合作社 (張乃文，2018)。 

在產業的部分，望鄉部落在日本政府集團移住政策後頭幾年，仍以旱作的小

米、地瓜、玉米、樹豆為主要作物。後配合日本「農耕民化」政策，開鑿水圳與

引水系統，部落開始學習水稻種植技術，並開始集約耕作。同時也在農政單位輔

導下，種植香蕉和高附加價值的香茅。直至 1960 年代種植梨樹，因種植面積大

價格一落千丈，遂轉而投入當時臺大實驗林等政府單位的造林工作。1970 年代，

栽植玉米和當時價格不錯的梅子、李子。1980 年代，梅子、李子價格低落，加上

山坡地超限利用的政策而回復為林地，部落轉而於農地種植番茄、青椒、敏豆等

作物。1990 年代起，部落開始栽植高經濟價值的葡萄、蓮霧、甜柿等。近期則透

過政府計畫營造軟硬體設施，隨之民宿、部落導覽、高山嚮導等與生態旅遊相關

的觀光服務業，替代了農業成為族人回鄉就業的新選項 (李孟倫，2013；吳昀

蓉，2015；林靖修，2017)。 

由於地處山區，生活與農業灌溉用水的穩定供應，是望鄉部落重要的公共議

題。部落在沒有組織性的供水系統以前，水源常有外人接管搶水的問題。農業用

水的部分，由於接水管引水的成本龐大，部落多數小農沒有足夠的資金可以投

資，則有貧富分配不均的問題。社區發展協會配合教會宣導與支持，發展屬於部

落的供水機制，2001 年開始向臺大實驗林管理處申請取得水權，確保部落供水水

源頭排外使用的優先權力，並藉此與實驗林管理處改善過去因山林盜伐而交惡的

關係 (林靖修，2017)。在興盛發展的農業與旅遊產業支撐下，近年望鄉部落在人

口結構上，有別於臺灣一般偏鄉農村，扶養比下降而有人口紅利，顯見其面臨偏

鄉青年人口外流的問題較具韌性。6  

                                                      
6 望鄉部落所屬的望美村，2016年扶養為 47.74，2018年為 38.60；全臺灣 2016年為 36.13，2018

年為 37.89。相較之下望美村的扶養比不僅沒有上升，反而大幅下降。資料來源：信義鄉戶政事務

所、內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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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嘗試應用 PPGIS，提出一新的里山地景分析方法。為能清楚呈現此一

新方法的特性，分別使用大量應用 GIS 的 LUCC，及本研究所欲發展的 PPGIS 兩

種取徑，於兩個案地點，進行地景變遷的空間分析，並針對兩者在前期準備、研

究方法、研究結果等部分，兩相比較分析，探討 PPGIS 於里山地景研究上的優

點、挑戰、及潛力。 

在個案挑選上，如前一節所述，本研究主要仰賴文獻回顧，爬梳里山地景的

定義，並篩選出合適的個案。在 GIS 及 PPGIS 的地景分析方法上，則透過文獻回

顧與焦點團體 (參與式工作坊)，確認方法論的正當性並針對實務上的可操作性進

行小幅修正。最後在 GIS 方法與 PPGIS 方法比較的部分，則會參考過往關於兩者

間比較的文獻，在比較的層面與差異上，期望能與先前的研究能有所互動。 

本研究中所使用的相關質性研究法簡介如次： 

1. 文獻回顧 

文獻回顧是將與研究問題有關的文獻，作有系統的蒐集、鑑定、歸納與統

整；更貼切的說是把與研究問題有關的文獻，予以探討或評述、綜合與摘述 (王

文科，2001)。本研究採紮根理論，將文獻回顧所得資料視為一手資訊，而與田野

資料一起進行編碼與分析，同時進行比對與檢視 (Corbin & Strauss, 1990)。文獻

回顧除是建立里山地景變遷分析法的基礎，也用於確認方法論的正當性及適切

性。 

2. 焦點團體 

焦點團體即團體訪談，其能夠在短時間內，針對研究議題，記錄到大量的語

言互動與對話，也能從中瞭解報導人的反應 (Morgan, 1988 

胡幼慧，1996)。焦點團體適用於參與者本身是專家、研究主題較深入與複

雜、或探討較深刻而非簡要回答的研究情境 (洪志成等，2003)。 

3. 參與式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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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式工作坊 (participatory workshop) 是最普遍的操作 PPGIS 的工具，係包

含參與式規劃的小型密集集會，強調所有參與者皆為主角，透過不同的資料與觀

點的凝聚、引發成員互動，讓參與者能儘量、甚至充分地參與討論 (Loikkanen et 

al., 1999)。由於參與式工作坊在性質上與焦點團體十分相近，因此本研究在研究

方法上將其歸類在一起。至於本研究中以專家學者為主、為發展地景變遷分析方

法，所進行之參與式工作坊，則特別冠以工作會議，以與跟在地居民所舉行的參

與式工作坊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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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應用 GIS 於里山地景變遷分析 

第一節、 操作流程與方法 

在過往應用 GIS 的 LUCC 研究，如：Fukamachi et al. (2001)、Ichikawa et al. 

(2006)、Xie et al. (2005) 等，關於土地利用/地表覆蓋變化機制所側重的研究焦點

與材料雖會有些許差異，但大致上仍可分為三個階段 (圖 四-1)： 

 

圖 四-1 應用 GIS 於里山地景變遷分析之操作流程 

 

一、 前期準備 

在前期準備階段，最主要便是蒐集研究材料。LUCC 的研究重點之一，旨在

呈現過去土地利用、地表覆蓋的時間、及空間變化，因此需要研究區域內，不同

時間點土地利用與地表覆蓋的空間資訊 (Lambin & Geist, 2008)。而這些空間資訊

的來源，包含遙測、田野調查、文獻搜尋等；其中又以遙測最為重要且高效 (Liu 

& Deng, 2009)。 

透過遙測，可以取得空間範圍大、且解析度高的航照/衛星影像圖，而這些原

始資料又可依研究目的，藉由電腦或專家判視，轉化為常態化差異植生指數 

(NDVI)、7土地利用等數化資訊，以利後續進行資料分析 (楊婉如，2005)。近年

來拜科技進步所賜，遙測蔚為空間資訊來源的主流；然而在較早年代的空間資訊

上，則未必會有充足的遙測資料可供研究所需，因此可能須以文獻搜尋等方法補

                                                      
7 常態化差異植生指數是以光譜的吸收與反射變化，監測植物生物物理特徵之時間與空間變遷的

方法，對大氣狀況與大地基值具有高度敏感性，為目前植物監測上應用最廣的方法之一 (吳振

發、詹士樑，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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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例如將早期的紙本地圖數化，才能進行較長時間尺度的研究 (Ichikawa et al., 

2006)。除了資料來源的限制外，部分圖資為官方所有，亦需要經過申請甚至付費

方能取得。 

二、 資料分析 

經過前期準備階段蒐集並整理/轉換資料後，便可以利用產出的空間資訊來分

析研究區域的變遷歷程。在這個階段，大多使用 GIS 軟體，借助電腦的運算能

力，十分便捷地呈現大面積且複雜的空間資訊變化 (Lambin et al., 2003)；並能以

數化及視覺化的方式傳達資訊 (請參考圖 二-3、圖 二-4)。然而具備運算功能的

GIS 軟體如 ArcGIS，不但軟體本身成本高昂，操作軟體亦需要投入相當時間學習

技術。 

三、 結果詮釋 

藉由資料分析了解研究區域的 LUCC 趨勢後，最後便是對於這樣的趨勢提出

詮釋，解釋其背後的變遷機制 (Lambin et al., 2003)。常見的做法包含從文獻中爬

梳、訪談 (Fukamachi et al., 2001; Ichikawa et al., 2006)、問卷、從既有的社會經濟

統計數據中計算相關性等 (Long et al., 2007; Serra et al., 2008)，找出 LUCC 背後

的驅動力；再依其研究目的及側重之處，選擇合適的詮釋架構。本研究參考

Lambin et al. (2003) 對於土地利用變化驅動力的分析架構 (表 四-1)： 

 

表 四-1 土地利用變化驅動力類別 (整理自 Lambin et al., 2003) 

類別 變項 

壓力 資源使用者的數量、勞動力供應、資源量、資源的感受性 

機會 市場價格、生產成本、運輸成本、技術 

政策 補助、稅、財產權、基礎設施、治理 

脆弱性 外部擾動、敏感度、適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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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系統 資源利用、收入分配、家戶特徵、城鄉互動 

 

土地利用變遷的驅動力可以區分為 5 個類別：1) 壓力，係指由資源缺乏所引

起的壓力，包含緩慢進行的人口成長、土地生產力下降，以及迅速發生的人口遷

移、土地重劃等；2) 機會，係指由市場產生的機會變動，例如長期的商業化和農

業工業化、市場價格變化、農業外的薪資與工作機會，還有短期的資本投資、全

國或全球總體經濟與貿易條件的變化、新技術的問世等；3) 政策，係指外部政策

的介入，有可能是長程的經濟發展計畫、補助與稅金制度、治理效能，或是短程

的貨幣政策、政局動盪、甚至是戰爭；4) 脆弱性，係指適應能力的衰退或是脆弱

性的提升，諸如緩步影響的貧困、社會安全網崩解、仰賴外部資源、社會歧視，

還有立即體現的內部衝突、疾病、自然災害的風險等；5) 社會系統，係指在社會

系統中資源取用與態度的轉變，凡舉變遷速度較慢的資源治理機制改變、家庭結

構變化、個人主義和唯物主義高漲、缺乏公眾教育或環境教育，和變遷速度較快

的因保育、徵收等緣故而喪失資源使用權等。 

而這些因素除了是直接造成土地利用變遷的驅動力，彼此之間亦會互相影

響，Lambin et al. (2003) 以函數的概念說明： 

 

土地利用= f (壓力，機會，政策，脆弱性，社會系統) 

 

在這個「土地利用函數」之中，土地利用是綜合考慮每個驅動力類別 (壓力、機

會、政策、脆弱性、社會系統) 的變化所導致的結果；而每個驅動力類別除了會

互相影響之外，又分別是由表 四-1 中的各個變項彼此交互作用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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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個案研究 

一、 前期準備 

在應用 GIS 的 LUCC 研究中，研究範圍內的土地利用資料可能直接來自既有

的土地利用調查成果，亦可能是於研究中由航照圖、地形圖等其他圖資，交叉判

釋比對而產出的土地利用圖 (Ichikawa et al., 2006; Liu & Deng, 2009)。考量到資

料的覆蓋範圍及圖資轉換所需的技術，本研究直接採用過去政府辦理的土地利用

調查成果作為研究材料，受限於國土利用調查僅在特定年份辦理，8故本研究使用

1984、1994、2008、2018 年之土地利用圖資進行分析，以呈現約 10 年為一區間

的變化趨勢；其中包含農委會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 1984 年的土地利用調查，

內政部地政司辦理之國土利用調查 (1994 年)、以及內政部國土繪測中心辦理之國

土利用調查 (2008 年、2018 年)，唯每份圖資中的土地利用類別未必相同，因此

在進行變遷分析時，需先經過土地利用類別的轉換。 

在採用的土地利用類別上，由於本研究聚焦的里山地景，是以農業活動為主

體的生產地景 (Takeuchi et al., 2016)，同時，由於臺灣的國有林地自 1990 年代政

策趨嚴後，變動有限，故在本研究中，將聚焦於農業相關的土地利用方式 (表 

四-2)。 

 

表 四-2 土地利用類別對照表 

PPGIS 1984 1994 2008 2018 

 平地 山坡地    

水稻 

雙期作水田 (001) 

一期單期作水田 (002) 

二期單期作水田 (003) 

二年輪作水稻田 (004) 

三或四年輪作田 (005) 

水稻 (1) 稻作 (0011) 稻作 

(010101) 

水稻田 

(010101) 

                                                      
8 依據「國土利用現況調查辦法」，權責機關每 5年至少必需辦理 1次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得採分

期分區方式辦理；且都市與森林等具不同變遷速度的分區，得有不同的調查、更新頻率。 

2020年 7月 20日取自 https://www.nlsc.gov.tw/LUI/Home/Content_Home.aspx。 

https://www.nlsc.gov.tw/LUI/Home/Content_Hom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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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一期輪作田 (041)  

二年三期輪作田 (043) 

三年一期輪作田 (051) 

三年二期輪作田 (052) 

四年輪作田 (054) 

旱田 

旱作地 (006) 

雙期作水田旱作 (007) 

一期單期田旱地 (009) 

二期單期田旱作 (010) 

二年一期輪作田旱作 (012) 

二年三期輪作田旱作 (013) 

三年一期輪作田旱作 (014) 

三年二期輪作田旱作 (015) 

四年輪作田旱作 (016) 

雜作 (2) 

特用作物 

(3) 

旱作 (0012) 旱作 

(010102) 

旱作 

(010201) 

茶園 

(010202) 

雜作地 

(010203) 

溫室 
無此分類 無此分類 無此分類 溫室 

(010401) 

溫室 

(010601) 

果園 

果園 (011) 

雙期作水田果樹 (042) 

一期單期田果樹 (047) 

二期單期田果樹 (055) 

二年一期輪作田果樹 (059) 

二年三期輪作田果樹 (063) 

三年一期輪作田果樹 (067) 

三年二期輪作田果樹 (071) 

四年輪作田果樹 (079) 

旱作地果樹 (083) 

果樹 (4) 無此分類 果樹 

(010103) 

常綠果

樹 

(010301) 

落葉果

樹 

(010302) 

檳榔 

(010303) 

休耕 

雙期作水田林木 (044) 

雙期作水田草地 (045) 

雙期作水田荒地 (046) 

一期單期田草地 (049) 

一期單期田荒地 (050) 

二期單期田林木 (056) 

二期單期田草地 (057) 

二期單期田荒地 (058) 

二年一期輪作田林木 (060) 

二年一期輪作田草地 (061) 

二年一期輪作田荒地 (062) 

無此分類 無此分類 

※休耕田被

歸類於休耕

前後的土地

利用分類 

無此分

類 

※休耕

田被歸

類於休

耕前後

的土地

利用分

類 

無此分

類 

※休耕

田被歸

類於休

耕前後

的土地

利用分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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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三期輪作田林木 (064) 

二年三期輪作田草地 (065) 

二年三期輪作田荒地 (066) 

三年一期輪作田林木 (068) 

三年一期輪作田草地 (069) 

三年一期輪作田荒地 (070) 

三年二期輪作田林木 (072) 

三年二期輪作田草地 (073) 

三年二期輪作田荒地 (074) 

四年輪作田林木 (080) 

四年輪作田草地 (081) 

四年輪作田荒地 (082) 

旱作地林木 (084) 

旱作地草地 (085) 

旱作地荒地 (086) 

廢耕 
無此分類 無此分類 廢耕地 

(0013) 

廢耕地 

(010104) 

無此分

類 

備註 

1. 無休耕分類，將輪作水田

及旱田於主要農作以外的

利用皆視做為休耕。 

2. 無廢耕分類，無法從圖資

中從知廢耕地之分佈。 

1. 部分年份無果樹、休耕、廢耕等分類，無

法從圖資得知特定土地利用類別之分佈。 

2. 1994 年溫室屬於農業附帶設施 (0050)，然

其亦包含溫室外的其他農業附帶設施；果

園則屬於旱作 (0012)，故無法直接從圖資

得知溫室和果園之分佈。 

 

在過去的土地利用調查中，因有特定之政策目標及時空背景，故其分類或有

不同。例如 1984 年的農林航測所辦理的土地利用調查中，對於水田和旱田的輪

作分類十分精細，但在往後的土地利用調查中皆未有沿用；而溫室為晚近興起的

土地利用方式，直至 2008 年後才有專屬的土地利用類別。在里山地景的研究

中，土地利用的分類需考量各種地表覆蓋於社會、生態、與生產上的異同 

(Kadoya & Washitani, 2011)，與政府既有的土地利用調查有不同的目的，因此在

分類上或有差異。而分析材料的限制，也會反映在以 GIS 為基礎的地景變遷分析

所能呈現出的資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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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料分析 

1. 吉哈拉艾部落 

在使用官方土地利用圖資產出的吉哈拉艾土地利用變遷分析中 (圖 四-2、圖 

四-3)，可發現變遷集中於里山範圍西側約 1/3 的區域，其中農地總面積的高峰為

2008 年，水稻總面積的高峰為 1994 年；旱田和果園則由於 1994 年的國土利用調

查將果園歸類於旱田，因此在該年份的圖資中無法清楚區分出旱田與果園的分布

與範圍，亦無法從圖資中得知兩者詳細的面積變化。 

在過去約 40 年間，水稻的面積由 9.65 公頃下降為 8.58 公頃，減少約 11％，

期間則曾於 1994 年達到 14.09 公頃的高點。旱田的部分，若不納入無法區分旱田

與果園的 1994 年數據，則以 1984 年的 7.49 公頃為高點，之後逐步下降，到了

2018 年僅存 3.91 公頃，減少約 50％。果園則呈現較劇烈的變化，在 1980 年僅有

10.74 公頃，到了 2008 年卻增為 20.06 公頃，成長近 1 倍；但在 2018 年時，卻又

驟減至 9.56 公頃，可以說是大起大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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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2 應用 GIS 的吉哈拉土地利用空間分佈變化圖  

 

 

圖 四-3 應用 GIS 的吉哈拉艾土地利用面積變化圖 

 

2. 望鄉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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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官方土地利用圖資產出的望鄉土地利用變遷分析中 (圖 四-4、圖 

四-5)，首先可以清楚發現 1994 年的農田面積明顯為最高，62.89 公頃的面積近乎

是其他 3 個年份的 2 倍。但受限於當時調查的土地利用類別，無法確認其中旱田

與果園的分佈與範圍。 

若不考慮無法區分旱田與果園的 1994 年數據，則可以發現在過去近 40 年

間，旱作的面積穩步增加，從 1994 年的 9.03 公頃、2008 年的 14.08 公頃、到

2018 年的 19.06 頃，成長了超過 1 倍。果園的面積則呈現逐步縮減，1984 年有

18.48 公頃，到了 2018 年則剩下 13.27 公頃，衰減近 29％。 

在 4 個年份的土地利用分佈變化圖中，1984 年的農地主要進中於研究區域的

東側，1994 年農地大量向西拓展；2008 年後農地大幅縮減，且相較於 1980 年農

地進中於東側，2008 年的農地則較平均分佈於研究區域之中。除此之外，在

2018 年，首次出現了溫室的土地利用類別，但面積僅有 0.88 公頃，佔整體農地

面積不到 3％。 

 

圖 四-4 應用 GIS 的望鄉土地利用空間分佈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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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5 應用 GIS 的望鄉土地利用面積變化圖 

 

三、 結果詮釋 

在此階段，本研究蒐集與兩研究區域相關之文獻，包含過去的研究報告與學

術論文等；並依照上一節所述 Lambin et al. (2003) 的架構爬梳其中提及與土

地利用、社會經濟等變動相關的驅動力與機制。 

1. 吉哈拉艾部落 

吉哈拉艾的農地面積自 1980 年代至今縮減約 20％，此現象與臺灣近數十年來

隨著城鄉差距的擴大，導致鄉村勞動力流失有關 (施添福，1979；邊瑞芬，

1991)；而在 2008 年前農地面積的成長，則可歸因於 1970 年代出外發展的部落族

人回到部落務農為生 (李光中，2013)。 

1980 年代後由於農會推廣種植梅、李等果樹，而使吉哈拉艾地區的果園面積

增加 (李光中，2013)；然據文獻所述，其後雖然因價格下滑而停止採收，但面積

則沒有大幅變動，此與 GIS 空間分析中所呈現出 2018 年果園面積相較於 2008 年

腰斬的現象有所不同。 

2. 望鄉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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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鄉部落的農業，受到外部市場強烈影響；除了牽動農地中栽種的作物種類

之外，亦促成了溫室這種新的土地利用類別出現在望鄉部落 (李孟倫，2013；吳

昀蓉，2015)。 

然而，在文獻之中提到近年來望鄉部落的作物傾向種植高經濟價值作物，諸

如葡萄、蓮霧、甜柿等，但這卻與 GIS 分析中所呈現果園面積縮減、旱田面積上

升的趨勢不盡吻合；此外，文獻中亦缺乏對於 1994 年農地面積大幅擴張的合理

解釋，僅有提及望鄉部落在 1990 年代後天災而造成農地損失、面積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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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應用 PPGIS 於里山地景變遷分析 

第一節、 操作流程與方法 

本研究以 PPGIS 進行的里山地景變遷分析，在操作流程上大致可以分為四個

階段 (見圖 五-1)： 

圖 五-1 應用 PPGIS 於里山地景變遷分析之操作流程 

 

一、 前期準備 

1. 資料及文獻收集 

首先，需要蒐集個案地區相關的背景資料與檔案文獻，包含研究資料、政府

統計報告、地方出版品等，以對其地理環境與人文背景能有所掌握。之後便需要

蒐集研究範圍內的各式較精細的圖層檔案，包含不同年份的土地利用、航照、地

籍等，以供後續操作之需。 

2. 尋求報導人 

以符合研究需求為考量 (IHAA, 2001)，尤其是以了解地景變遷為重者，若能

對里山範圍內的地景變遷有較長時間的了解尤佳。在確認里山地景範疇方面，就

會以資深、熟悉社區事務，有參與農作的社區頭人為優先。後續的 PPGIS 工作

坊，則以農地的使用者、地主，及其眷屬親友等優先。在研究中，或許可以從社

區組織、宗教團體等在地團體做為切入點。 

3. 確認研究中的里山地景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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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山地景的範疇，除了參考地形地貌 (例如以集水區為單位)、行政邊界、統

計資料等劃設粗略範圍，還需要考量兩個因素，一是人與環境互動的範圍，二是

社會界線 (social boundary)。首先，里山地景強調人與環境的互動，因此在設定

其範疇時，除了必需考慮到自然環境的界線，亦需特別考量人與環境的互動範圍

與互動方式。例如在社區/部落管理下，或是有使用事實的範圍，便該被納入；反

之，不由社區/部落管理，或是無法進入使用的範圍，即便位於自然或行政邊界

內，也不該被視為里山地景的範疇。接著，里山地景既然著重人在其中的角色，

則人群的界定便也十分重要，需要納入「社會」層面的界線；例如對於在地人而

言，「我們社區/部落」的範圍，未必會與行政、自然環境上的劃分完全一致，而

這些人群和環境互動的範圍，便也未必能從行政和自然邊界上見端倪了。為了能

夠充分了解前述兩項因素，在劃設里山範疇的過程中，可邀請 1-2 位熟悉在地的

社區/部落頭人或關鍵人物，透過小型 PPGIS 工作坊或訪談型式，蒐集資料並討

論出合適的里山範疇。 

4. 產出進行 PPGIS 所需的地圖問卷 

設定完里山的範疇後，下一步便是產製一圖層，作為後續 PPGIS 討論的基礎 

(Ramirez-Gomez et al., 2016)；這個圖層會包含研究區域的航照、土地利用、地

籍、特定地標或範圍等空間資訊，做為在訪談或工作坊中，報導人們與研究者討

論、蒐集資訊的平台，而這個以地圖為基礎的問卷，在本研究中被稱為地圖問

卷。  

在地圖問卷中，由於每一個案具有其獨特性，不但可能具有不同的土地利用

單元，這些土地利用單元的分類，還需考量個案的背景及後續 PPGIS 工作坊中的

可操作性，而進行調整，未必能一體適用。例如在地的報導人可能無法區別部分

土地利用類別，此時便需要採用比較粗略的分類；反之有些報導人辨識力較高的

土地利用單元，則甚至能區分為更細緻的類別。此外，在地圖問卷內中，亦可以

加入一些協助報導人理解地圖，或比較相對位置的其他點位與線條，諸如報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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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住家位置、在地地標、特定的路線、河川、道路等。此步驟可接續於確認里山

地景範疇後，於同一 PPGIS 工作坊或訪談中一併討論，參考彭立沛 (2015) 與

Lawas et al. (2009) 的做法，以社會做圖 (social mapping) 的方式繪製。地圖問卷

在產製完成後，可以選擇輸出為紙本或是在電腦上以數位化的方式使用。 

二、 田野調查 

在田野調查階段，研究者以 PPGIS 工作坊，做為描繪與討論土地利用變遷的

主要場域。邀請熟知在地地景變遷的報導人，基於研究團隊在事前準備中以相關

圖資所輸出的彩色地圖問卷，或採 Google Earth 等軟體，將地圖問卷以電腦投影

在螢幕或牆面上。讓報導人在地圖問卷中以土地利用分類為基礎的衛星/航照圖

上，針對各個地景單元，陳述與描繪現在與過往的土地利用變遷及可能的原因。 

1. 籌備工作坊 

在事前準備階段，充分了解個案基礎的背景資料及相關文獻，並產製出地圖

問卷及尋求到合適的報導人後，便可以籌辦正式 PPGIS 工作坊，詳細蒐集地景變

遷的資料。PPGIS 工作坊會使用彩色的紙本地圖問卷，或將地圖問卷藉由電腦投

影至平面上做為討論的載體，因此首先需要準備相應的設備：若是使用彩色紙本

地圖問卷，需要有充分的光源和放置大型紙張的空間，以及方便於地圖問卷上畫

記塗改的水性色筆；採用電腦投影則需確保有：適合投影的大面積淺色平面、載

入圖資所需的網路、電腦與投影機所需的電源等。另外，無論使用紙本或是電腦

投影地圖問卷，都需要準備影音記錄器材，以利後續整理資料。除了設備之外，

也要考量舉辦 PPGIS 工作坊的場地，依參與人數應具備相應的空間。 

籌備過程裡，還需要確保足夠的工作人員。在 PPGIS 工作坊中，一般要有兩

個角色，分別是促進者 (facilitator) 和 GIS 操作者。促進者負責主持工作坊的進

程，詢問報導人問題並引導其回應，擔網主要與報導人討論的對象；GIS 操作者

則搭配報導人，在促進者的指揮下，依據工作坊中討論的內容，負責在 GIS 上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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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範圍、標記點位、輸入屬性資料等，以及配合討論的進行切換 GIS 的視角、比

例尺大小、顯示不同圖層等。若有充分的人力，則還能於工作坊中配置專職文字

記錄、操作影音記錄器材等工作的人員；但若人力不足，雖然難度較高，只能由

一位熟悉主持工作與 GIS 操作的人，在工作坊同時扮演必要的促進者和 GIS 操作

者。只採用紙本地圖問卷的現場，也可省略 GIS 操作者。 

在前述準備皆就緒後，便可以和報導人約定時間地點，擇期舉辦 PPGIS 工作

坊。 

2. PPGIS 工作坊的流程 

在 PPGIS 工作坊開場時，首先需要由促進者或委由引薦報導人的當地頭人，

簡單介紹研究團隊的身份 (例如所屬單位) 與研究目的、團隊成員及其在工作坊

中扮演的角色。緊接著，由於 PPGIS 工作坊涉及較敏感的土地資訊，並且過程中

會有報導人的高度參與，因此務必在工作坊開始前，讓報導人行使事前知情同意

的權力。告知報導人研究倫理所賦予的相關權力，諸如不便回應、隨時終止參

與、要求不公開特定資訊等權力；還應充分揭露研究所欲蒐集之資料及其應用，

供報導人參考。 

完成前述事項後，便可以正式開始 PPGIS 工作坊，以地圖問卷為載體進行討

論。地圖問卷上，有依土地利用形態與地籍資料繪製成的地景單元多邊形，是研

究團隊與報導人討論的基礎單位。促進者會先從報導人日常生活與熟悉的事物開

始對話，如住家與農事等所在地，請報導人配合圖面敘述，同時在圖檔上描繪與

註記屬性資料。初始會從較大尺度來談，描述整個里山地景範圍內現今的土地利

用狀況，然後回溯時間，描述與討論過往土地利用方式及其改變的時間點和原

因。接著以報導人住家與農地為中心，再擴及從周邊土地，依序討論不同時期的

土地利用方式及其改變時間與原因。簡而言之，便是以個別報導人為中心、從近

代向早期、從住家、自地或租地向外依序進行討論。在工作坊的討論過程中，也

會穿插詢問報導人，除農作以外的自然資源利用狀況，例如狩獵與採集，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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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訊息。考量報導人的參與熱情與專注度等因素，工作坊的進行時間宜控制

在 1-2 小時內，避免進行過長的時間，以免影響資料及討論品質。 

每次 PPGIS 工作坊或訪談後，都能在地圖問卷上，獲得如圖 五-2 的資訊；

以報導人 F02 為例：A 地為其承租使用的農地，為里山範圍內較平緩的水稻田，

以前是種水稻，目前為休耕。2019 年，因為其自身擁有的多塊農地需要耕作，優

先放棄承租；附近的 C 地現也為休耕地，在 2013 年前仍是水稻田，但地主年老

後無力耕作，子女亦旅居外地而無人承接，2014 年曾由外地人承租種植生薑，

2016 年生薑收成後即休耕至今。 

 

圖 五-2 個別土地利用單元的變遷歷程與驅動力 
 

囿於經驗與記憶，每位報導人提供的資訊，都需要從時間與空間的維度，檢

討其缺漏，以做為後續訪談或工作坊的參考。遇不同報導人的資料陳述有所出入

時，則再詢談第三人，或以集體的方式，或查找文獻資料等比對釐清。 

三、 資料分析 

資料分析便是將自 PPGIS 工作坊中蒐集到的資訊，進行系統化的整理，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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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地景變遷歷程。在地景變遷歷程的部分，著重於呈現個案里山地景範疇內地

景變化的趨勢—包含變化方向與面積，以及這些變化發生的時間範圍，這些結果

可以透過展示依 PPGIS 工作坊結果所繪製的不同時間之地景圖而清楚地陳述。此

階段與 GIS 方法相同，也會假 GIS 軟體進行。 

四、 結果詮釋 

此部分採用與第四章相同的做法，參考 Lambin et al. (2003) 對於土地利用變

化驅動力的分析架構 (表 四-1)，以壓力、機會、政策、脆弱性、社會系統等方

面切入，分析地景變遷背後人口、市場、技術、天災等驅動力與其作用機制。不

同的地方在於，在關於驅動力與變遷機制的討論上，本方法還能額外加入 PPGIS

工作坊中所蒐集到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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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個案研究 

一、 事前準備 

1. 資料及文獻收集 

本研究除了蒐集兩個案相關的研究資料、政府統計等文獻外，在圖層方面，

使用了包含國土測繪中心辦理之第二次國土利用調查成果圖資 (2008 年)、內政部

國土測繪中心的地籍圖檔、以及農林航測所 1980 年與 2000 年的航照圖、Google 

Earth 軟體中 2019 年的衛星影像圖。 

2. 尋求報導人 

本研究在豐南吉哈拉艾和信義望鄉的個案操作，皆係透過社區發展協會幹部

協助，中介里山地景範疇內，直接影響土地利用變遷的地主，與熟悉部落歷來土

地利用變遷的農民或族人 (見表 五-1)。這些報導人的年齡多在 40-60 歲之間，了

解在地近 40 年來的變遷歷程之餘，相較於更資深的部落耆老，對於航照圖的判

視能力較佳，且能順暢的以漢語溝通。 

 

表 五-1 報導人列表  

報導人代號 報導人身份背景 備註 

F01 吉哈拉艾農民 
務農年資 20 餘年，有參與部落的生態旅

遊產業。 

F02 吉哈拉艾農民 
務農年資 20 餘年，曾承租部落族人的田

地耕作，有參與部落的生態旅遊產業。 

F03 吉哈拉艾農民 
先前自家農地委由其他部落居民耕作，

近 5 年才回鄉務農。 

F04 吉哈拉艾農民 
務農年資近 20 年，曾承租部落族人的田

地耕作，有參與部落的生態旅遊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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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5 吉哈拉艾農民 務農年資 20 餘年。 

F06 吉哈拉艾農民 務農年資 20 餘年。 

F07 望鄉農民 務農年資近 20 年，曾任社區組織幹部。 

F08 望鄉農民 務農年資近 20 年。 

F09 望鄉農民 務農年資 10 餘年，較為年輕。 

F10 望鄉農民 務農年資近 20 年。 

F11 望鄉農民 務農年資近 20 年。 

S01 

吉哈拉艾部落居民 

(非農地使用者) 

於部落中沒有農地，但會於里山範圍中

進行漁獵。 

S02 

吉哈拉艾部落居民 

(非農地使用者) 

於部落中沒有農地，但較為年長。 

S03 

望鄉部落居民 (非

農地使用者) 

部落長老，曾記錄部落的發展歷程，熟

悉部落歷史。 

C01 

吉哈拉艾社區組織

幹部 

社區組織的核心幹部，家族有從事農

作。 

C02 望鄉社區組織幹部 社區組織的核心幹部，本身亦有務農。 

 

3. 確認里山地景範疇 

本研究中的里山地景初範疇，係以研究團隊基於地形地貌 (例如以集水區為單

位) 與生物多樣性資料所擬，再邀請熟悉在地狀況的部落社區頭人，以 PPGIS 工

作坊的方式，基於土地使用的狀況，考量行政界線與社會界線 (social boundary) 

(Jewkes, 1996)，確認其範疇與界線。本研究中分別邀請吉哈拉艾的一位社區組織

的中堅幹部 (代號 C01) 及望鄉的社區頭人 (代號 C02) 共同討論各別社區之里山

範疇。C01 雖然年紀較輕，但學歷高，也是近十年來該部落進行社區營造的關鍵

人物；C02 則是望鄉部落社區組織的核心幹部，同時亦是部落中的長老。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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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土測繪中心所推動辦理之第二次國土利用調查成果圖資為主，加上向內政部

國土測繪中心申購全地段的地籍圖檔，並擷取豐南和望鄉地區的原住民保留地範

圍之地籍資料作為討論底圖，運用 PPGIS 訪談 C01、C02。從現有的聚落、土地

利用、甚至作物的種類等開始談起，再往前追溯作物種類改變，與土地利用變遷

的情形。最後，描繪出一個整體的土地利用及其變遷的樣貌。經與 C01 討論，建

議豐南參考吉哈拉艾文化景觀為範疇 (圖 五-3)；望鄉部落則經與 C02 討論，以

阿里不動溪及河床上的產業道路、臺大實驗林班界、與部落聚落區等做為邊界劃

定里山範疇 (圖 五-4)。後業經 C01、C02 分別返回部落跟族人討論，皆贊成此提

議。 

 

圖 五-3 吉哈拉艾部落里山範圍圖 (李光中，201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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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4 望鄉部落里山範圍圖 

 

4. 產出進行 PPGIS 所需的圖層 

為應對地景鑲嵌單元土地利用及其變遷與權益關係人間的互動，本研究採

2008 年的土地利用調查圖資與地籍圖做為基底，參考彭立沛 (2015) 與 Lawas et 

al.(2009)，以社會做圖 (social mapping) 的方式，先產製一地圖問卷，作為後續

PPGIS 討論的基礎。由於每一個案具有其獨特性，不但可能具有不同的土地利用

單元，還需考量個案的背景及後續 PPGIS 工作坊中的可操作性而進行調整，地圖

問卷未必能一體適用。在田野作業中，本研究分別於 2019 年 1 月、3 月前往吉哈

拉艾與望鄉部落進行土地利用現地勘查，並參考社區背景資料與相關研究，如李

光中 (2012; 2013; 2016) 等曾於豐南地區進行的研究。最後與報導人共同討論，

確定地圖問卷中所需的土地利用類別。 

在吉哈拉艾，過去 40 年間，主要的土地利用變遷圍繞於農業用地，以水稻為

主，並有少數旱作；果園亦佔據吉拉哈艾里山地景中農業用地的相當比例，但對

於在地居民的重要性不如水稻，多為粗放經營，甚至為半荒廢狀態，端視當年市

場價格決定是否採收等。而為了呈現過去曾是農地，後來卻放棄耕作的土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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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面積，故特別列入廢耕地。此外，休耕地在生產力及生態上，具有顯著與一般

田地不同的區位，且為在短期內有復耕潛力與利便性的田地，於里山地景中具有

獨立為一類別的價值。其餘林地，多由於地形或交通等限制，缺乏土地利用的變

化，居民亦不易精確判釋，故被視為是吉哈拉艾里山地景中的基質 (見表 

五-20)。 

 

表 五-2 吉哈拉艾部落土地利用類別表 

土地利用類別 說明 

水稻 種植水稻的田地。 

旱作 
種植水稻和果樹外的作物，包含生薑、辣椒及各式傳統作

物。 

果園 種植梅樹、梨子等各式果樹的土地。 

休耕 

暫時沒有耕作，但仍保有適度管理，得隨時回復耕作的農

地。尤指請領休耕補助的田地，為符合補助規定，需維持割

草等管理作業，亦可能會短期種植南瓜、油菜等作物。 

廢耕 曾為田地，後無人耕作或進行其他任何經營管理。 

 

在望鄉，里山範疇內最主要的土地利用為旱作、果園、與溫室，旱作包含種

類繁多的蔬菜和茶園，然其品項細碎，且更換頻率十分迅速，故皆歸入旱作類

別。果園在望鄉有著較高的重要性，大多採集約式的經營，尤其是較平坦地的果

園，更是部分家戶的主力作物。溫室種植的作物種類和旱作有部分重疊，然由於

其具有固定式的設施，在生產力和生態上與旱作具有顯著的差異，固獨立為一類

別。除此之外，為了呈現過去曾是農地，後來卻放棄耕作的土地位置與面積，特

別列入廢耕地。(見表 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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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3 望鄉部落土地利用類別表 

土地利用類別 說明 

旱作 露天種植各式經濟作物，尤其以短期蔬菜為主。 

果園 種植梅樹等各式果樹的土地。 

溫室 搭建起固定式棚架以種植經濟作物的農業設施。 

廢耕 曾為田地，後無人耕作或進行其他任何經營管理。 

 

在確定個案中的土地利用類別後，便可以正式繪製地圖問卷。為了讓報導人

能夠較易辨視及掌握地圖，地圖問卷以 Google Earth 軟體中近年 (2019 年) 的衛

星影像圖做為底圖，其上依土地利用類別、地籍等資訊繪製出個別地景單元的多

邊形，前述的各項不同土地利用類別以不同顏色分類呈現，並再地圖問卷中加入

水圳、道路、農地、住家等，利於報導人掌握地圖概念的空間資訊，以供後續工

作坊討論使用 (見圖 五-5、圖 五-6)。 

 

圖 五-5 以 Google Earth 為底圖的吉哈拉艾地圖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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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6 以 Google Earth 為底圖的望鄉地圖問卷 

 

二、 PPGIS 工作坊 

1. 籌備工作坊 

本研究在部落舉辦的工作坊中，主要以筆記型電腦操作 Google Earth，透過小

型投影機顯現資訊在屏幕上討論 (圖 五-7)，少數直接以筆記型電腦展示並進行

討論；討論的內容即時記錄於 Google Earth 的圖層檔案中。過程中輔以攝影機全

程拍攝工作坊過程，或是以錄音記錄工作訪意見交流。在人力分配上，則視情境

投入 1-5 人舉辦工作坊，平均每次工作坊的時間約 1 至 2 小時。本研究在 2019 年

間，共進行 9 次工作坊或訪談 (表 五-4)。 

 

表 五-4 PPGIS 工作坊與訪談列表 

日期 地點 參與者 

2019/1/15 吉哈拉艾 F03 

2019/1/16 吉哈拉艾 F02、S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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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3/22 吉哈拉艾 F01 

2019/3/29 吉哈拉艾 F04、C01 

2019/4/2 望鄉 F07、F08、C02 

2019/7/5 望鄉 F07、C02 

2019/7/12 吉哈拉艾 F02、F04、F05、F06、S02、C01 

2019/9/23 望鄉 F09、S03、C02 

2019/10/7 望鄉 F10、F11 

 

 

圖 五-7 以筆記型電腦操作 Google Earth 進行 PPGIS 工作坊 

 

2. PPGIS 工作坊 

(1) 豐南吉哈拉艾部落 

依報導人在工作坊中提及，吉哈拉艾從日治時即以種植水稻為主，1990 年代

以前，多採慣行農法，1990 年代後引進有機農法。近幾年，農民有鑑於有機農法

的經濟效益不高，部分農民改採非有機認證的友善環境農法，社區也自創品牌，

結合保育來促進產銷，已佔一定比例。廿年左右的有機與友善環境農法，對生物

多樣性有一些正面影響。報導人提及小時候曾看過、消失好長一段時間的野生動

物，如山豬、果子狸、飛鼠、棕簑貓等，這幾年又回來。另外，吉哈拉艾溪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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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有臺東爬岩鰍，屬保育類野生動物，水域蛙類也多。不過，田間仍不見過去的

雜草與其他植物。 

也是在 2010 年後，吉哈拉艾配合整個豐南村的社區營造有了初步的成果，搭

配水梯田與水圳的文化景觀，利用里山的生物多樣性與友善環境農法做為亮點，

以農民巡水的路線為主，培訓農民轉為解說員，開始發展生態旅遊。生態旅遊除

了帶來導覽、住宿、餐飲等直接收益，亦被期望能間接帶動部落自創品牌的銷

售。梯田景觀做為生態旅遊行程的主軸之一，水稻田不僅生產農產品，同時也是

吸引觀光客的景點。參與生態旅遊的農民，除了更願意維持自己的水田之外 (標

示黃色星星)，亦提高保持部落中整體梯田景觀的意願。圖 五-8 中的粉紅色線為

生態旅遊的導覽路線，紅色圖標則是可眺望山谷梯田景觀的景點。目前在導覽路

線沿線與眺望點的視域範圍內，已有多塊農地休耕 (淺黃色多邊形)，如圖 五-9

的景觀之中紅色箭頭所指處便為休耕的田地。據參與生態旅遊的農民所述，這些

田大多是在過去 10 年內陸續由水稻轉休耕，他們希望未來這些田還能復耕。此

外，為了維持生態旅遊及自創品牌中友善環境農法水田與農產品的價值，他們也

希望周邊農田能改採友善環境農法。確有部分退出有機耕作農戶，受其影響，仍

以環境友善農法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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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8 生態旅遊之梯田景觀拍照點視域圖 

綠色區域為拍照點之視域範圍。 

 

  

圖 五-9 吉哈拉艾梯田景觀 

白色箭頭所指為休耕田地。 

 

(2) 信義望鄉部落 

望鄉部落里山範圍之中的土地利用變遷概述如下。1940 (民國 26) 年前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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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部落為日治政府遷徙至現地。原望鄉土地為北鄒族所有，時山坡上主要由楊

梅、相思樹、杉木等雜木組成。相較於平地區域由於日治政府協助建水圳，闢水

田，引進及推廣水稻，山坡地則較沒有完善規劃。部落居民以先種先贏的原則分

配農作土地，但仍以平原地區的耕作為主。山坡地的農作較為零星、少量，當時

曾有種植過旱稻，但規模不詳。 

由於望鄉部落的土地利用變遷以農業用地的轉變為主，因此在進行現勘時，

本研究亦以農田做為主軸。在進行現勘之前，使用航照圖以及土地利用圖資做為

參考，鎖定農田分布地點，並前往現場確認農田的類型與作物栽種種類，結果如

圖 五-10 所示。由圖中可以發現，里山範圍內的農田大致可以分為四個區塊：A

區為里山範圍下側、為沿稜線下降鄰近部落居住區的農地，以種植短期蔬菜為

主，輔以蓮霧、梅子等果樹；B 區是緊鄰 A 區的林地，坡度較 A 區為陡，僅有少

數果園座落其中；C 區是位於里山範圍上半部、沿稜線往上爬、地勢較高的農

地，作物以蔬菜為主、果樹為輔，較特別的是有開闢一處茶園；D 區為位於里山

範圍右側、從平地溫室為主，培育番茄、彩椒、甚至蘭花等高經濟價值作物。 

至於各區之土地利用變遷歷程，亦各有不同。部落居住區上方的山坡區域 A

和 B 區，以全家、金家、王家所持有的土地為主。A 區海拔較低、較鄰近居住

區，是目前已知一直有開發變動的區域，至 1970 年代仍有不知規模的旱稻種

植；後改種苦茶，數年後又改為梅樹。苦茶與梅樹直到 2000 年左右，隨著臺灣

加入 WTO，在政府的政策支持下，部落開始引進番茄等高經濟價值的作物。B 區

為山坡地勢較高處，在 1960 年代前有種植梨子等經濟作物，但於 1960 至 1980

年間投入造林，而後雖然亦有開墾田地，但又因颱風引發土石流，在部落要求

下，三家允諾不再開發或農作使用。C 區下半部在望鄉部落遷入後，長久以來都

有進行耕作，隨著地勢開闢田地，但面積較小且零星分布，是以類似輪耕的方

式，在此區域內輪流於各處開闢新田地、休養舊田地；直到 2000 年前後，才開

始開墾較大片且長時間固定範圍的田地進行耕作。C 區上半部和 D 區的開墾則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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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950 年代有陳姓漢人購買大片土地 (據聞共有 21 公頃) 種竹子，其後在地族

人亦效仿，C 區上半部遂多竹林分布。這些竹林或有疏伐、採收，直到 2000 年左

右，方才和 D 區一同逐步被開發而改變其土地利用 (見表 五-5)。 

 

圖 五-10 望鄉部落里山分區圖 

 

表 五-5 望鄉部落里山地景變遷歷程表 

 -1940 1940- 1950- 1980- 2000- 

A

區 

楊梅、相思

樹、杉木等

雜木林 

傳統農作   開始種植番

茄等高經濟

價值作物 

B

區 

楊梅、相思

樹、杉木等

雜木林 

傳統農作(面

積小且零星

的短期田地) 

 開始開闢大

面積的長期

田地 

因土石流災

害，農作面

積減少 

C 

D

區 

楊梅、相思

樹、杉木等

雜木林 

 漢人引進竹

林 

 開始開發為

果園、溫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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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料分析 

吉哈拉艾與望鄉地區的航照圖資，最早都可追溯至 1950 年代，唯該批航照圖

資由於年代久遠，影像解析度不足以供研究團隊及部落夥伴，進行較細緻的地景

單元指認與討論。因此本計畫以農林航測所提供之航照圖資為主，使用 2019 年

至最早 1980 年為止的航照圖。配合土地利用與地籍圖資，產出地圖問卷，邀請

里山範圍內的地主、農民參與 PPGIS 工作坊，針對兩部落近 40 年之里山地景分

析。 

1. 吉哈拉艾部落 

在 1980 年左右 (圖 五-11)，吉哈拉艾的農田景觀幾乎由水稻和果園所組成，

僅有少數旱田。在更早期的 1950 年代，曾短暫有大面積種植香茅的旱作田，但

隨著其後價格下跌而消失；在 1980 年間，便僅存長期留傳下來之水稻梯田及周

邊以梅樹為主之經濟作物果園。此時由於仍以水牛做為主要耕作工具，因此每層

水稻梯田的面積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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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11 應用 PPGIS 的吉哈拉艾土地利用圖 (1980 年) 

 

從 1980 年至 2000 年 (圖 五-12)，可以看到僅有少數田地由水稻轉為廢耕，

多因其交通不便，不利於耕作，而後放棄、任其演替為次生林 (0.82 公頃)。唯一

位於道路旁之水稻田廢耕為轉供建築使用 (0.61 公頃)。與此同時，隨著農機的引

進，耕作動力由獸力轉為機械，而為了方便農機作業，遂以怪手等機具，將水稻

田重整為單層較大面積的形態。除此之外，1990 年代由外來米商引入有機與友善

環境的農法，自此吉哈拉艾的水稻田便以環境友善農法為主；但就土地利用類別

而言，變動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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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12 應用 PPGIS 的吉哈拉艾土地利用圖 (2000 年) 

 

2019 年 (圖 五-13) 相較於 2000 年，土地利用類別發生大幅改變，尤以水稻

轉成休耕為大宗，少數則由水稻變為廢耕、由水稻改為旱作；總變動面積約為

5.9 公頃。與 2000 年的水稻總面積約 12.58 公頃相比，面積縮減高達近 47％；其

中僅有 0.48 公頃改為旱作，約 4.56 公頃休耕，其餘 0.86 公頃則是放棄耕作而廢

耕。其中休耕與廢耕的田地，皆是由於無法負擔農耕或維持供農耕所需的水圳之

勞動。僅有一田地是由於地主追求較高的經濟產出，而由水稻轉種其他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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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13 應用 PPGIS 的吉哈拉艾土地利用圖 (2019 年) 

 

綜整田野資料與文獻檔案，吉哈拉艾部落在自 1980 年 2019 年約 40 年間 (見

圖 五-14、圖 五-15)，果園中栽種經濟作物種類和投入密集度有著極大差異，然

面積變動卻不明顯；其對於在地居民的重要性亦遠低於水稻田，果園多半維持粗

放的經營模式，土地利用改變都發生在水稻梯田區。其中，1980 年至 2000 年間

並沒有發生太多變化，僅因交通不便而放棄少數田地 (0.82 公頃) 和改為建地 

(0.61 公頃)；然而在 2000 年至 2019 年間，土地利用有了劇烈變化，水稻田面積

縮減高達 47%，達 5.9 公頃，其中 4.56 公頃休耕，0.86 廢耕，0.48 公頃轉旱作。

這顯示水稻仍是吉哈拉艾的主要地方產業，但高比例的休耕與甚至廢耕比例，似

乎也透露出在地經濟的衰退或轉向。 

值得一提的是，相較於 1980-2000 年間放棄水稻的田地多半選擇廢耕，2000-

2019 年間放棄水稻的田地卻有超過 5 倍於走向廢耕的田地是選擇休耕，水稻田轉

休耕意味人為經營管理的力度降低。田野現勘即發現，部分休耕地，因疏於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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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而有外來種蔓延的情形；但同時相較於廢耕，水稻田轉為休耕仍有著可以維

持運作最低限度的勞動力 (例如老人)，以及相當程度的田園管理與產出，諸如定

期除草、栽種綠肥、栽種短期蔬菜等，仍能保有農田的基本功能。另外，1990 年

代年後的有機與友善環境的農法，改變了土地利用的內涵。2000 年後社區組織開

始活絡，自創品牌與開辦生態旅遊，透過與農民的連結，不僅強化農民與環境資

源的連結，也有提升維持水稻田意願的作用。 

  

圖 五-14 應用 PPGIS 的吉哈拉艾土地利用面積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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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15 吉哈拉艾部落里山地景變遷航照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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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望鄉部落 

在 1980 年 (見圖 五-16)，整個里山範圍除了 A 區之外，其他地區僅有開闢

少數田地，里山地景中的基質為各式林地。其原因有二：其一是當時望鄉部落的

農業集中於鄰近陳有蘭溪的低平地帶，因此少有人願意往耕作成本較高的山坡地

帶開墾田地。其二是在 1960-1980 年代之間，林政單位推動造林，望鄉部落在這

段時期，亦將里山範圍內，許多自日治時期集團移住政策後，便開墾的田地轉變

為林地，僅有 A 區由於緊鄰部落居住區、坡度較緩，具有利便性，且為過去長久

經營的傳統農業區，才保留下來。這些農田共計約有 9.15 公頃，其中旱田為 5.07

公頃，果園則為 4.08 公頃。 

 

圖 五-16 應用 PPGIS 的望鄉土地利用圖 (1980 年) 

 

在 2000 年前後 (見圖 五-17)， C 區雖有小面積的旱田因坡度過陡不易耕作

而廢耕，但體而言 B、C、D 區的田地皆有明顯增加，以露天旱田為主。原因主

要為在 1990 年代隨著多次颱風的侵襲，望鄉部落原有位於陳有蘭溪畔的大片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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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流失，族人為了維持生計，遂往原先耕作成本較高的山坡地開墾，旱作增加

7.15 公頃至 12.23 公頃，果園則增加 14.57 公頃至 18.65 公頃，總農地面積暴增至

30.88 公頃。此外，自 1983 年新中橫開通後，望鄉部落與外界之間，隨著交通更

加便捷，而有頻繁的交流，包含對於農產品市場的了解，以及引入符合市場需求

的作物。就結果而言，此時期里山範圍中所新開闢的這些旱田，便主要栽種以市

場為導向的夏季蔬菜。 

 

圖 五-17 應用 PPGIS 的望鄉土地利用圖 (2000 年) 

 

到了 2019 年 (見圖 五-18)，相較於 2000 年，明顯的變遷有二，一是 B 區的

旱田回歸林地，二是 D 區的露天旱田轉為溫室。前者的變遷原因是由於 1990 年

代，B 區由於開闢田地，而有發生山崩等土砂災害，族人擔憂危急位於下方的部

落居住區，後來遂決議逐漸停止於該區耕作，也因此有較大的廢耕面積產生。後

者則是隨著 2002 年臺灣加入 WTO，農產品市場上產生劇烈變化，而望鄉部落早

由於交通方便且與外界交流頻繁，在外部漢人的引入及推廣之下，種植經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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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的彩椒、蕃茄的溫室開始取代部分露天旱田，面積達 2.57 公頃左右。此外，

相較於族人有著高度憂患意識的 B 區，離居住區較遠的 C 區，則仍有新的旱田被

開墾利用；唯和 B 區廢耕還林的面積加總後，總農地面積僅微幅下降為 30.71 公

頃，近乎持平。但在農地的組成中，具有較高產值的溫室逐步發展，取代部分傳

統的露天旱田。 

 

圖 五-18 應用 PPGIS 的望鄉土地利用圖 (2019 年) 

 

運用 GIS 軟體分析 1980、2000、2019 年三個時間點的農地面積 (見圖 

五-19、圖 五-20)，我們發現望鄉部落的里山範圍內在 1980 年約有 9.15 公頃的農

地，到了 2000 年暴增為 30.88 公頃，2019 年則為微幅減至 30.71 公頃。1980 年

到 2000 年的農地大幅增加歸因於 B、C、D 區裡大面積的開墾，農地面積成長 3

倍有餘；2000 年到 2019 年之間，雖然 B 區的農地減少，但相對的在 C 區卻仍有

新開墾的農地，此消彼長之下農地總面積並沒有太多差異。然而，即便 2000 至

2019 年間的農地面積，乍看之下變動不大，農地上的作物種類和栽種方式，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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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極大的不同。這些不同也反應在其經濟產出和對生態的影響上。意即在這段時

期，望鄉里山範圍中的農業雖然在「量」上變化不大，但「質」卻有所轉變。溫

室不僅在經濟產出上與露天旱地有著明顯差異，在生態上亦有著不同的定位：溫

室採用固定式的設施，將作物、土壤與外部隔絕，盡量排除其他生物與其接觸及

互動的可能，使其形成地景中一特別具有獨立性的單元。 

  

圖 五-19 應用 PPGIS 的望鄉土地利用面積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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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20 望鄉部落里山地景變遷航照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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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果詮釋 

1. 吉哈拉艾部落 

吉哈拉艾的里山地景變遷驅動力，最主要的直接原因為勞動力的變化；而依

據 PPGIS 工作坊所得到的資料和參考文獻指出，此現象或歸究於臺灣整體社會經

濟環境，近數十年來，隨著工商業發展與都市化的迅速成長，工作機會與基礎建

設的差距，導致鄉村人口流失與老化的現象十分顯著 (施添福，1979；邊瑞芬，

1991)。這樣的前因後果和日本里山地景由於社會轉型、農村高齡化及人口流失等

原因而逐步消失，相當類同 (Anderson et al., 1996; Fukamachi et al., 2001; O’ 

Rourke, 2005; Takeuchi, 2010)。 

2000 年後則受到政府自 1997 年「水旱田利用調整計畫」開辦休耕補助的影

響，由於休耕補助的政策，使得因勞動力降低而放棄耕作的田地並非如同過去多

直接走向廢耕，而是大部分轉為維持定期除草、栽植綠肥等基本運作的休耕田。 

除此之外，雖然環境友善農法，在綜合考量產量和單位價格後，並不能創造

較高的經濟價值，反而需要付出更高的勞力成本，吉哈拉艾的農民，對於使用環

境友善農法卻仍有著較高的認同感；除了歸功於外來米商的推動和環境意識的提

升外，從田野調查中得知，吉哈拉艾居民日常生活的環境依賴性較高，不但主食

多為自己栽種的稻米，亦會取食來自灌溉水源河川的魚蝦和周邊山林的野菜等，

部分家戶的家庭用水更是直接引自河川，這導致部落農民有更高的意願選擇環境

友善農法，以確保自身的生活品質。 

吉哈拉艾部落之特別處在於導入了自創品牌與生態旅遊，不但提高水稻田與

整體梯田景觀的價值，促進參與農民維持稻作與相關景觀的意願，也吸引部分族

人返鄉，對地景變遷多少有些影響。如果可以進一步釐清鑲嵌塊土地利用的產

值，搭配社區產業經濟狀況，對比鄉鎮、區域，甚至臺灣整體的背景資訊，或可

做進一步的爬梳。 

2. 望鄉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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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鄉的里山地景變遷驅動力，主要可歸納為二：一是對於自然災害風險的調

適，二則是來自外部市場的機會。在 1980 年-2000 年間，天災造成里山範疇外農

地的流失，在土地資源減少的狀況下，部落居民遂轉向往里山範疇內大面積開墾

田地；到了 2000-2019 年間，臨近部落居住區的 B 區曾發生土砂災害，因而促使

部落族人彼此約定，將 B 區的部分農地廢耕還諸山林，以避免往後發生自然災害

的風險。此外，從田野資料中得知，望鄉部落位於陳有蘭溪畔的田地，雖然每年

都會因夏季颱風侵襲而流失，但過去部落居民多會於雨季過後，重新填回沙土，

維持原有的農地面積；然其後政府基於水土保持等考量，禁止部落居民「與河爭

地」，此後陳有蘭溪畔的田地便逐漸流失。由此可見，對於自然災害的調適，故

然是望鄉地景變遷的主要驅動力，但其中亦存在著些許政策轉變的影響。 

除了對於天災的調適之外，來自外部市場的機會，亦是影響望鄉部落地景變

遷的一大驅動力。由於交通建設的進步，促成望鄉部落與外界的密切交流，不但

引入溫室等農業技術，促使望鄉部落築起大面積的溫室，部落耕地中的作物選擇

亦在市場經濟主導之下，以市場價格較高的經濟作物為大宗，自用及糧食作物的

栽種比例大幅下滑。另一方面，隨著交通建設完善而降低的運輸成本，亦提供望

鄉發展市場導向經濟作物的紅利。而這些來自外部市場的機會，提高了望鄉整體

的地景產值，也間接抵消了城鄉發展不平衡常帶給鄉村的人口外流及老化問題，

望鄉部落相較於信義鄉及全國的農村而言，有著相對高的收入及青壯年人口比

例，總人口數在近幾年亦未見衰減；由此望鄉在近年來少有出現因勞動力不足而

走向休/廢耕的田地。 

3. 小結 

在吉哈拉艾和望鄉這兩個個案的地景變遷分析之中，可以發現地景變遷的驅

動力，可能在不同個案中會有著極大的差異，同時，也導致了截然不同的地景變

遷趨勢。吉哈拉艾部落在過去 40 年中，雖然有引進新的農法，然而在整體地景

產值上並沒有明顯提高，而相較於外部社會經濟的變化，則促使部落中的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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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流、下降，進而讓維持耕作的農地大量減少。相反的，望鄉在生計和天災的夾

擊下，來回拿捏著農地的開墾位置與面積，其後藉由於抓住來自外部市場的機

會，得利於交通建設、技術引進等，使得望鄉整體的地景產值提高，不但維持住

部落的人口數，更使得農地面積不見縮減。 

兩者在過去 40 年間都發生了土地利用在「質」上面細緻的變化，但卻有著完

全不同的走向。吉哈拉艾在引進環境農法後，雖然不見經濟上的顯著提升，但其

生產方式卻契合當地居民對於環境資源取用的需求。因此即便採用環境友善農法

需要付出額外的勞動力，吉哈拉艾的農民仍願意為了食用的食物品質、純淨的水

源，而持續下去。望鄉則是在接觸外部市場後，以農田中的作物追逐著市場價

格。除了有露地旱作轉為溫室耕作外，田地間的作物種類亦隨著短期的市場價

格，有著快速且劇烈的變化。在市場導向的前提之下，望鄉的農田於是皆採用較

具經濟效益的慣行農法，創造最大化的經濟產出。吉哈拉艾和望鄉在對於土地利

用本質上的差異，最終便呈現出南轅北轍的結果。 

對於地景治理的角度而言，最重要的則是政策能夠如何進入里山，進而改變

或維持里山地景？在吉哈拉艾，環境友善的農田雖然符合里山生機盎然的想像，

但其生產力卻不足以緩解人口流失—休耕補助政策雖暫時成功地阻止無力維持的

農地，直接走向荒廢，但由於根本的人力等因素未有改善，復耕之日仍可能是遙

遙無期。2013 年又遇政策調整，為鼓勵農田適度活化，休耕補助不得連續請領，

而需採取休耕輪作模式。然此舉將促使農田進一步活化，亦或是反而造成農地直

接走向廢耕，則仍待後續觀察。當前吉哈拉艾藉由獨有的環境友善農田與文化地

景，發展生態旅遊相關產業，期望能提高整體的地景產值；雖然成效仍有待時間

的檢驗，但至少在當前已能看到些許初步成果，例如生態旅遊提供部落農民兼職

賺取額外收入的機會。在望鄉，成功的市場導向農業支撐起望鄉的生計，但與生

態環境間的連結卻較為薄弱。不僅作物選擇多受市場影響，近年來蓬勃發展的溫

室設施與周邊環境互動性，更是較一般露天的旱地或果園低落。不過即便在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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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農業的發展下，望鄉亦不乏關心慣行農法對於居民健康的潛在疑慮，同時隨著

部落意識的抬頭，居民與土地的連結也被認為是文化復振的重要一環。得利於既

有農業產銷體系的支持，望鄉在後續追求永續發展的目標上，有著和吉哈拉艾截

然不同的優勢。綜合前述關於兩處地景變遷驅動力及作用機制的敘述，則或可供

未來地景治理做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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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應用 PPGIS 於里山地景變遷分析之比較 

第一節、 應用 GIS 及 PPGIS 於里山地景變遷分析之比較 

在前兩章分別應用 GIS 與 PPGIS 在 2 個里山地區進行地景變遷分析後，本節

先依研究流程進行比較。 

一、 前期準備 

在前期準備階段，PPGIS 方法顯然更為繁複。PPGIS 方法不但要準備空間資

訊的圖資，還需要針對後續田野調查階段工作坊所需，而尋求報導人、產製地圖

問卷。在本研究中，PPGIS 方法在此階段需要聯繫研究區域內的關鍵報導人，與

其就研究所需及參與意願等因素進行討論，尋求後續田野調查可能參與的報導

人，並在進行現地勘查後，與關鍵報導人合力產製出地圖問卷。 

此外，由於在工作坊中需要和報導人交流，因此研究者必需在此階段便蒐集

研究區域的背景資料，對於欲討論的議題具備相當程度了解，諸如簡要的社經變

遷歷程、在地產業變化等，才能在工作坊中有足夠的資訊基礎和報導人順暢討

論。相較之下，GIS 方法則可以待至結果詮釋階段再蒐集這些文獻。 

在此階段，PPGIS 方法即開始與在地報導人接觸，在劃定里山範疇、產製地

圖問卷的過程中，便會納入在地的觀點；可以說在研究之初，切入問題、界定問

題、與設定討論範圍的層面上，PPGIS 方法參與式研究的取徑，藉由納入在地研

究伙伴，與 GIS 方法便有了不同。 

二、 田野調查 

田野調查階段是 PPGIS 方法額外多出的流程，藉由工作坊等方法蒐集基於在

地觀點的空間資訊。此階段耗時費力，除了在籌辦工作坊的過程中有聯繫成本

外，工作坊本身亦需投入交通、器材、人力等額外成本；而每場次的工作坊本身

雖然耗時不長，但為了安排多各場次的工作坊，以利各個報導人參與，整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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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程亦會拉長。 

在本研究中，為了邀請目標報導人參與工作坊，除了需避開部落較為繁忙的

祭儀或農忙時節，還需配合個別報導人的行程安排而調整，故田野調查期程橫跨

了 10 個月，其中亦有數次因部分報導人臨時不便參加而僅有一人參與，變成訪

談的型式 (見表 五-4)。此外，為了方便報導人參與，本研究中的工作坊皆在部

落舉辦，而個案地點分處花蓮縣南端與南投縣西南側，研究者自位於台北市的學

校出發，每每動輒花費 2-4 小時的時間以及單程 1,000 元左右的車資；移動過程

中還需要搬運投影機、投影幕、錄影機、筆記型電腦等工作坊所需的器材。 

此外，田野調查中，主要採質性研究方法，相較於 GIS 方法，在資料蒐集的

層面需要具備不同的訓練與素養。而在這個階段，由官方、專家、或研究者所主

導產出的圖資，得以和報導人的在地空間知識產生交流，因此最後得到進入下個

資料分析階段的空間資訊，便也會與 GIS 方法不盡相同。 

三、 資料分析 

資料分析階段，即是假電腦的運算能力，用 GIS 軟體分析並呈現空間資訊的

變化；在此階段，PPGIS 方法和 GIS 方法的做法並無不同。然而，由於本研究中

的 PPGIS 方法是以較易操作且能切換多個圖層與視角的 Google Earth 軟體蒐集資

料，因此需先將田野資料轉換為空間分析所需的 GIS 資料格式；此外，兩者在先

前蒐集資料方式的差異，亦會在空間資訊的呈現上具明顯不同。 

在前兩章中，可以發現透過 GIS 所呈現的土地利用變遷，和透過 PPGIS 所得

到的結果相當不同。首先，由於 1994 年的國土利用調查將果園併入旱作類別之

中，因此難以評估當時這兩種不同土地利用類型的比例與分佈。同時，近年於吉

哈拉艾佔據相當比例的休耕農田，亦無法透過 2018 年國土利用調查的圖資呈

現。最後，來自官方的土地利用圖資，受限於調查頻率與調查方式，可能在相當

程度上與現地調查的結果有所出入，包含土地利用單元的類別及其面積；例如吉

哈拉艾的土地利用圖資之中，便有近年的農田依資料應為旱作、於 PPGIS 的現勘



doi:10.6342/NTU202003757

82 
 

中卻發現實為水稻。 

在 PPGIS 方法中，吉哈拉艾的在地農民陳述果園近年多仍留存而未荒廢，只

是經營管理力度較為粗放；但在 GIS 方法中則可清楚看到 2008 年至 2018 年間果

園的面積有明顯減少。這裡有可能是較疏於管理的果園與周邊林地區分不易，導

致在國土地利調查中部分在地農民認知中的果園被判視為林地；也有可能是在地

農民所述有誤，仍待進一步釐清。值得一提的是，由於官方土地利用圖資缺乏休

耕的類別，因此從 GIS 的空間分析中，許多近年休耕的田地仍被標示為水稻田，

而完全看不出近 20 年吉哈拉艾水稻田實際耕作面積大符下降的趨勢。此外，亦

有少數田地在現勘中實為水稻田，但在官方圖資中卻被標示為旱作的狀況。 

在望鄉部落，GIS 方法中 1994 年和 PPGIS 中 2000 年的農田面積，之所以存

在不小的差異，可能便是如同田野調查資料所指出，1990 年代的天災雖然促使部

落居民向里山範圍內開墾農田，但伴隨而來的土砂災害亦在其後導致里山範圍內

農田面積的縮減，而 1994 年相較於 2000 年便可能是更接近里山範圍中農田面積

高峰的年份；另外，1984 年的農田面積較 PPGIS 所估計為多，也可能是由於正

處於往 1990 年代農地面積高峰推進的過程中。除此之外，在 GIS 方法中，里山

範圍內在 2008 年仍沒有出現溫室，這與 PPGIS 方法中所蒐集到的田野資料有所

出入，2008 年應已有部分溫室搭建完成；而 GIS 方法中 2018 年的溫室面積，亦

較 PPGIS 方法中 2019 年的溫室面積明顯為少。 

在本研究中，GIS 與 PPGIS 方法在空間資料分析上的差異，主要來自於材料

的選擇。考量資料的覆蓋度，以及研究者缺乏諸如電腦航照判視等將其他圖資轉

換為土地利用方式的技術，故本研究直接選用臺灣過去所進行的 4 次土地利用調

查圖資為分析材料；而這些圖資呈現的資訊皆是以地表覆蓋 (land cover) 為主，

故在里山地景分析需要較細緻的屬性需求上，例如土地利用 (land use)， 便難以

應對。隨著技術的演進，符合里山地景分析解析度與屬性需求的材料，目前在理

論上並非不可取得或產製；唯臺灣當前仍沒有既有的圖資可供分析使用，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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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GIS 方法相較於 GIS 方法，能夠突破受限於材料的困境，在里山地景變遷分析

具有優勢。 

四、 結果詮釋 

在結果詮釋階段，最主要的不同，便是 PPGIS 方法額外有著來自田野調查所

蒐集的資料。在 PPGIS 方法中，田野調查階段的工作坊，可以讓報導人指認出特

定範圍或特定土地利用單元的變遷與背後原因，將變遷原因與其空間資訊結合，

因此可以得到更細緻的詮釋。例如在 GIS 方法中，我們能夠發現望鄉部落從 1984

年到 2008 年，里山範圍內的農地由集中於東側，轉為較為平均分佈，但從文獻

中卻沒辦法找到相關的解釋；而透過 PPGIS 方法，我們便能明確了解里山範圍內

的農地在 2000 年前大量開墾，但其後考量天災威脅，除了緊鄰居住區、坡度較

緩的農地外，其餘坡度較陡的東側農地便逐漸退耕還林，故農地從集中於東側，

轉變為較平均分佈。 

此外，透過工作坊蒐集的田野資料，也提供了研究者爬梳文獻的方向，能將

尋找的文獻聚焦在報導人提及的變遷原因上；例如過去的文獻略有提及望鄉在

1990 年代後因天災而流失農地，但卻沒有提及因此亦間接促成里山範圍內農地的

暴量增長。同時，這些田野資料亦能夠和文獻對話，例如在吉哈拉艾部落的田野

資料中，因社會整體經濟型態轉變而造成的勞動力流失，進而衰退的農業，與日

本里山地景的流失原因近似。而在李光中 (2012)、李光中 (2016) 等文獻中提及

吉哈拉艾在過去雖有引進有機農法，但隨著農民年紀漸長，而逐漸放棄勞力負擔

較大的有機農法；我們從田野資料中得知，有機農法在勞力負擔較大之餘，對於

整體收入的提升亦有限，因此誘因較低；然農民並非轉為慣行農法，而是在部分

作物供自用、周邊環境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前提之下，轉為相較於有機農法，

沒有嚴格標準且負擔較輕的環境友善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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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應用 PPGIS 於里山地景變遷分析之優點與挑戰 

藉由在吉哈拉艾與望鄉兩研究區域，發展及應用 PPGIS 於地景變遷分析的個

案經驗，並和應用 GIS 所呈現的空間資訊結果進行比較，本研究提出以下應用

PPGIS 於里山地景變遷分析所具備的優點與所面臨的挑戰。 

一、 應用 PPGIS 於里山地景變遷分析之優點 

1. 適用於里山地景變遷分析的土地利用類別 

比較應用 PPGIS 及傳統 GIS 對於里山地景變遷的呈現，由於 GIS 所仰賴的圖

資來自於不同時期、不同治理需求而進行的調查，因此其資料未必能充分區別對

於「里山地景」研究具有不同意義的土地利用類別。透過 PPGIS 的方法，研究者

可以跳脫被動使用資料的角色，主動生產基於地方知識的資料，而能減少官方資

料來源所造成的限制，例如 1994 年的國土利用調查無法區別旱作與果園、大部

分年份的圖資缺乏休耕類別；以「客製化」的概念產出個別研究所需的圖資，使

地景變遷分析的內容能夠更加切合個別研究的需要。在吉哈拉艾的個案中，受限

於材料，GIS 方法得到水稻面積穩定維持的結果；然而透過 PPGIS 方法，卻可以

發現在最近 20 年間，名義上仍為水稻田的農地，卻有有高比例轉為休耕，在社

會/生態/生產等多方面顯然會有所差異。在望鄉，透過 PPGIS 可以得知里山範圍

內溫室出現的時間點，進一步驗證缺乏溫室類別的過往圖資之準確度。 

2. 提高空間資訊的準確度 (Accuracy) 

在 PPGIS 中，準確度 (Accuracy) 意指空間資訊中「屬性」(如土地利用類

別、植被等) 的正確性 (Brown, 2012)。官方的土地利用調查雖然能夠提供大範圍

的數化資料，但其亦受限於高昂的時間、金錢、人力等成本，僅能提供特定調查

年份的資訊。以臺灣歷年所辦理的國土利用調查為例，其中的土地利用資訊並非

皆經過現勘確認，針對交通困難、成本較高的區域，可能會以航照判視的方式，

存在較高的誤差可能。與此同時，PPGIS 本身卻也有準確度的問題，完全基於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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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人的資料，準確度往往較專家主導的 GIS 為低 (Brown, 2012)。 

然而，透過將 GIS 所使用的圖資，與 PPGIS 的方法結合，則能將兩者交互比

對，提高準確度。PPGIS 在進行地景變遷分析的過程中，除了會進行現勘調查，

於工作坊中，在地的土地使用者亦可以依據他們的生活經驗提供我們在地的土地

利用資料，供與專家產製的圖層互相比對修正，降低地景變遷分析中空間資訊誤

差的可能。同時，PPGIS 藉由蒐集來自不同報導人的資料，亦能匯聚產出研究區

域內相當程度的「事實」(Brown & Pullar, 2012)；若是能有效篩選報導人，以熟

悉研究區域的參與者為主的話，則他們所提供的資訊，能具有顯著較高的準確度 

(Brown, 2012)。 

3. 連結地景變遷驅動力與個別地景單元 

透過傳統 GIS 僅能得到空間資訊方面的分析結果，地景變遷的驅動力則有賴

額外藉由文獻回顧、問卷調查等方法爬梳整理，且得到的地景變遷驅動力通常是

以大尺度研究範圍為對象。PPGIS 則能夠透過工作坊，初步得知「在地觀點」的

地景變遷驅動力。從土地使用者敘述其改變土地利用過程中，所感受到的外部變

化與其對應的決策經過，分析其背後直接與間接的驅動力。並將土地使用者指認

的個別地景單元，與其變遷背後的驅動力進行直接連結，得到更細緻的地景變遷

資料。後續再將田野資料所爬梳得出的地景變遷驅動力，與過往文獻彼此交叉比

對確認並互相補充，建構對於研究區域的地景變遷機制更深入且飽滿的理解。 

4. 促進公眾參與 

以 PPGIS 作為里山地景變遷分析的主要工具，凸顯圖像化資料對研究者與報

導人的幫助 (Sarjakoski, 1998；莊永忠、廖學誠，2011)：能辨識與討論個別地景

單元—鑲嵌體與整體地景的土地利用及其變遷，報導人能將在地空間知識轉化為

數化的空間資訊。本研究在吉哈拉艾部落和望鄉部落的個案研究中，收集與比較

分析 2019 年至四十年前 (1980 年) 的土地利用變遷，並討論其變遷的原因或動

力。相較其他地景變遷分析方法，如 Ichikawa et al. (2006)、Parcerisas et a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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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只能倚賴土地利用圖資進行空間分析，本方法除具利便性，也能透過報導人

補充，缺乏圖資年代或個案地區的不足。 

可與空間資訊互動的 PPGIS 工作坊，更能進一步提供參與者，應對土地與環

境資源的協商對話場域。這些不僅有助於擴展里山地景變遷研究的深度與觸角，

也培力在地社區瞭解社會與環境資源互動、參與相關治理或決策的機會及能力。

這也是過往地景變遷分析方法沒有涉及的部分，亦能呼應公民參與、透明化政府

等強調以人民為主體的政治精神 (Elwood, 2002)；這樣的參與過程，在 PPGIS 中

被認為是比空間資訊更為重要的部分 (Brown, 2012)。 

二、 應用 PPGIS 里山地景變遷分析之挑戰 

1. 空間資訊的精確度 (Precision) 

在 PPGIS 中，精確度 (Precision) 意指空間資訊 (範圍、位置) 的精準程度 

(Brown, 2012)。PPGIS 可以在缺乏既有土地利用圖資的前提之下操作，透過土地

使用者的在地空間知識進行補足相關空間資訊。然而土地使用者受限於記憶及空

間感，報導人通常需要依對應的地標 (如鄰近的建物、河流、道路等)，才能較準

確的指認其範圍邊界。對於缺乏對應地標的土地利用單元，則通常只能指出約略

的範圍。這種狀況對於距今較遠的年份影響尤為明顯，因此即便較早年代或偏遠

地區的圖層常有限制，若可以在工作坊中，提供該年份的航照圖或地籍圖等，做

為討論背景材料供報導人參考，以及後續由研究者對比檢視不同來源資訊，則較

能提高 PPGIS 中空間資訊的精確度。 

即便如此，報導人討論議題，尤其是土地與環境資源的精確度，仍常常無法

與傳統量化的科學研究比擬，在資料分析上有其先天上的弱勢。所幸，土地利用

與地景變遷，甚至相關經營管理，在空間資訊上重點多為理解其趨勢，無須太高

的精確度，影響較低 (Brown & Pullar, 2012)。此外，得利於科技的發展，使用以

數位化地圖 (如 Google Earth) 為基礎的 PPGIS，相較於固定比例尺的紙本地圖，

能夠自由放大或縮小比例尺，有助於提高 PPGIS 空間資訊的精確度 (Brown & 



doi:10.6342/NTU202003757

87 
 

Pullar, 2012; Brown & Donovan, 2014)。 

2. 仰賴報導人 

在空間資訊方面，PPGIS 仰賴報導人提供在地的空間資訊，然而參與研究的

報導人通常不曾接受過航照判視等專業訓練，因此雖然具備對於在地的了解，卻

未必能在圖資上順利指認。例如吉哈拉艾和望鄉里山範圍內的部分果園與周邊林

地接壤，研究者和報導人都難以藉由航照圖明確指出其範圍，因此在研究中僅能

透過報導人陳述其大概位置、範圍、與變化。此部分若透過與土地利用圖層交互

參照，以及導入專業的航照判視，或可降低其影響。 

此外，在地景變遷驅動力的部分，PPGIS 所得到的資料，便如同來自其他質

性研究取徑的田野資料一樣，是來自於報導人對於變遷原因的理解與詮釋，未必

符合客觀條件 (如報導人對外部經濟條件的認知，或與文獻及社會多數意見不

同)；因此後續需要透過豐厚的文獻爬梳與參與式工作坊等，進一步分析詮釋這些

田野資料 (鄒川雄，2003)。此外，報導人於 PPGIS 的過程中，可能因特定土地的

變遷歷程與原因涉及敏感而不願或無法回答研究問題，除了在前期準備階段盡可

能尋求合適的報導人外，田野現場亦需要適時安排、促進其表達 (Bradley & 

Schneider, 2004)。  

3. 研究門檻、成本與適用範圍 

在研究過程中，為舉辦 PPGIS 工作坊，研究團隊需熟諳 GIS 與相關軟體 (如

Google Earth 等)，訪談或促進 (facilitate) 等的技術與經驗，以掌握工作坊的氛

圍、節奏及方向。對個案的了解與報導人建立信任關係等，都需要注意。另外，

現場人事更迭與複雜多變的時間與空間等因素，都可能對研究結果產生深遠的影

響；因此相較於傳統的 LUCC 研究，應用 PPGIS 於地景變遷分析須具備較多元且

跨領域的技術門檻。 

PPGIS 採參與式研究的做法，以報導人為主要資料來源，報導人的有無、其

對議題的知識、記憶、價值與立場、跟其他報導人或團隊的關係、及參與研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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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的意願等，在在影響到研究的進行。且由於倚賴報導人的程度高，PPGIS 比

較適合在較小尺度，如社區；對於過往 LUCC 研究中動輒以縣市或是更大尺度進

行研究，則有明顯不同。再者，就如同參與有許多方法，每個方法都有其優缺

點，要能到位也還是須看個案狀況的搭配。我們引用 PPGIS 在土地利用單元與地

景變遷的討論上，的確有效果，也讓地主與農民直接參與研究。但是，要達到這

個效果需要建構與在地居民的關係，這也的確是操作上需要克服的挑戰與成本。

未來在應用 PPGIS 里山地景分析方法時，或也需要增列考量一些配套。 

三、 GIS 方法與 PPGIS 方法於里山地景變遷分析應用之比較 

以 Sieber (2003: 52) 的 GIS/PPGIS 比較表為基礎 (表 二-5)，表 六-1 綜整本

研究中 GIS 方法與 PPGIS 方法於里山地景變遷分析應用上的比較。表格中，在

Sieber (2003: 52) 的比較表裡有提及但於本研究中並未涉及的層面，以括號標

示；本研究所提出，以及與 Sieber (2003: 52) 有異的層面，則以星號 (*) 標示： 

 

表 六-1 GIS 與 PPGIS 應用於里山地景變遷分析比較表 

GIS 層面 PPGIS 

技術 聚焦 人群與技術 

協助政策制定 目標* 社區培力、協助政策制定 

由供給 (技術) 推動 (演進) 由需求推動 

較僵硬死板 結構 較靈活開放 

因為可行 為何採用 因為需要 

由技術人員闡述 細節 由使用者/焦點團體闡述 

由專家主導 (實際應用) 由促進者/團體領導主導 

綜合/多目標的應用 功能 具特殊性/計畫等級的活動 

由上而下 取徑 由下而上 

量化研究 研究取徑* 量化研究+質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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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分析功能 工具* 著重便於使用 

官方/專家產製 資料來源* 官方/專家+在地知識 

較低廉 金錢花費* 較高昂 

較少 時間花費* 較多 

較低或持平 準確度* 較高 

較高 精確度* 較低或持平 

 

由於本研究不涉及兩方法的演進，以及研究本身並未包含後續的應用，故演

進與實際應用層面，在此不做討論。在與 Sieber (2003: 52) 相同的部分，聚焦層

面，不同於 GIS 僅聚焦於技術的發展，PPGIS 方法同時關著技術與人群，包含空

間資訊的蒐集與促進參與的功能；在結構上，GIS 方法有著較為制式化的資料蒐

集及分析過程，而 PPGIS 方法則較為開放，同時過程中亦需要有相當彈性以應對

個案的特殊性與各種狀況；為何採用，PPGIS 方法有著主動產製資料的功能，故

在適用性上，更吻合里山地景分析的需要。細節層面，在 PPGIS 方法中，報導人

可以藉由工作坊 (焦點團體) 闡述空間資訊的細節，掌握知識的詮釋權；在功能

上，對應本研究針對里山地景變遷分析的需求，PPGIS 方法產出了具備十足特殊

性的資料；於整體取徑方面，相較於 GIS 方法完全由研究者進行，PPGIS 方法還

納入了在地的參與。 

在與 Sieber (2003: 52) 有異以及本研究提出的部分，首先在目標層面，本研

究並非只使用 PPGIS 方法進行社區培力，亦借重其資訊蒐集的能力，具備協助政

策制定的功能；研究取徑上，PPGIS 同時包含了量化與質化的研究方法，有著較

高的技術需求；而在工具選擇方面，相較於 GIS 強調功能性，PPGIS 則更著重於

便於使用 (user-friendly)，以利於報導人的參與。在分析材料的資料來源方面，本

研究中的 PPGIS 方法並非只採用在地知識，而是在官方或專家產製的資料上，進

一步堆疊田野資料；也因此，本研究中的 PPGIS 方法完全含蓋了 GIS 方法的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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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反而較 GIS 方法為高；除此之外，PPGIS 方法由於需要進行田野調查，所

需的時間成本明顯高於 GIS 方法。在過往研究中，或有 PPGIS 的準確度較低的說

法 (Brown, 2012)，然而在本研究中，PPGIS 方法使用 GIS 圖資為基底，與過去

相關研究的情境不同，而能在 GIS 圖資的基礎上，進一步結合在地知識提高準確

度。至於精確度的部分，由於 PPGIS 涉及由報導人繪定範圍的部分，因此至多透

過提高解析度、提供多種圖層供報導人參考等方式，促進提高精確度以至近乎持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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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應用 PPGIS，旨在發展一針對里山地景，能夠區辨個別地景單元變遷及其驅

動力，與培力在地居民的分析方法。吉哈拉艾與望鄉的個案顯示，應用 PPGIS 可

產出基於在地知識的空間資訊，提高官方圖資或缺乏現勘所致的準確度，針對個

案提出適切的土地利用類別進行分析，並能確實針對小尺度的個別地景單元，描

繪與討論分析其變遷與驅動力。透過 PPGIS 工作坊，在地居民亦得以將在地空間

知識轉化為空間資訊，具備進一步參與地景變遷分析所涉及的治理或決策。在與

應用 GIS 的空間分析比較中，PPGIS 確實可以因應個案的獨特性，對於里山地景

的變遷與其背後機制能有更豐富且細緻的理解與詮釋，PPGIS 於里山地景變遷分

析的應用，具備相當優點。 

然而應用 PPGIS 的挑戰為耗時費工，需與部落社區權益關係人，尤其地主或

土地使用者緊密互動。雖適用於小尺度與人互動密切的里山地景，但應用於更高

尺度的研究中可能具備相當難度。PPGIS 的操作需要質性研究的能力，尤其在里

山地景變遷的議題上，報導人是關鍵的因子之一，這或是運用這種地景變遷分析

方法的前提。PPGIS 依賴報導人提供資訊，研究除了受到報導人品質的影響，研

究者在工作坊中引導及事後交互參照比對田野資料與其他資料的能力亦十分重

要。此外，PPGIS 在空間資訊上的雖能提高準確度，然精確度較低，所幸仍足以

解讀變遷趨勢、供經營管理參考；且在地區規劃的應用上，準確度較精確度更為

重要 (Brown & Pullar, 2012)，則 PPGIS 精確度較差、但能提升準確度的特點，便

十分吻合其需求。 

綜上所述，PPGIS 的挑戰主要在於其較高的門檻與成本，但相對應的也具有

顯著的優點。若在資源充足的條件下，使用 PPGIS 方法於臺灣的里山地景遷分

析，會是比可能受限於材料的 GIS 方法更佳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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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法上，本研究主動尋求報導人、於工作坊中有專人引導回答及討論，是

以「主動」方式蒐集資料，有著耗時費工的缺點；相較之下，若是採用研究者提

供地圖問卷，待參與者接觸問卷後自行填答後繳回的「被動」方式蒐集資料，則

能有效降低成本，假如未來欲以其他個案為研究地點或是欲擴大研究的空間尺

度，應為一可嘗試採用的方式。然依 Brown & Reed (2012)、Pocewicz et al. (2012) 

指出，前述的被動式 PPGIS，置於網路上的數位地圖問卷相較於實體的紙本地圖

問卷，會受到數位落差的影響，具有較低的填答率，且參與者的背景分佈也會較

不均勻，具有代表性上的疑慮。考量科技的演進與研究地域的差異，這樣的現象

是否會在當下或未來的臺灣里山地景 PPGIS 研究中出現，則是未來相關方法發展

中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應用 PPGIS，可以針對個別的地景單元進行分析，並得到一般土地利用圖資

上不具備的詳細資訊，因此在加入作物種類等更細緻的屬性後，或可與生物多樣

性調查、生態系統服務、作物價格等資訊連結，也許能用以討論里山地景於生態

與生產上的整體價值，在實務與學術研究上，還有相當的發展潛力。另外，運用

PPGIS 訪談報導人，對其土地未來 5 至 10 年的期待，或能預測與模擬 5 至 10 年

里山地景的幾種變遷，在相關政策上可提供重要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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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應注意事項 

本研究以吉哈拉艾與望鄉兩研究個案，進行 PPGIS 地景變遷分析方法的發展

與操作，並比較其產出結果。從這兩個個案中，可以發現 PPGIS 的部分優點，諸

如能夠產出更適切詮釋個案地景變遷歷程的土地利用類別；然而這樣的狀況雖於

近年有高比例休耕的吉哈拉艾十分明顯 (因休耕於官方的土地利用類別中並沒有

獨立條目)，於望鄉卻並不明顯。也就是說，若本研究沒有納入吉哈拉艾此一個

案，或許便無從發現 PPGIS 具備產出「客製化」土地利用類別的優點。反言之，

是否有更多 PPGIS 應用於里山地景變遷的優缺點是本研究沒能提出的，也許還有

待往後應用於更多個案，才能發掘更多此方法的潛力與短處，並將此方法漸臻完

善。 

此外，本研究指出 PPGIS 方法與 GIS 方法在多個面向上的優劣，然 GIS 方法

在空間資訊方面的部分劣勢，乃是受限於材料的選擇，若能在材料上克服此限

制，則應能達到與 PPGIS 方法相近的成果；至於 PPGIS 方法在空間資訊上的優

點，則在於能突破既有材料的限制、主動產製空間分析所需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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